多元文化主義下的加拿大廣電政策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目的

獨特的歷史發展造就了台灣當前的社會脈絡，台灣是一個墾殖社會（settlers’ society），在漢人墾殖者還沒有前來之前，已經有原住民族（indigenous peoples）在此居住良久。在漢人之間，於明治、清治陸續前來的鶴佬人（福佬人、閩南人）、以及客家人，大體說來是屬於自願性的經濟移民，至於戰後遷入的外省人，大致上則是非自願性的政治難民。另外，過去十年來陸續來自東南亞、以及中國大陸的「婚姻移民」（marriage migrant）歸化，新移民已為台灣的族群結構添加了一個面向，臺灣目前已是一個多元族群的國家。然而，由於過去政經情勢發展，實行威權統治，實施單一語言、文化政策，繼而影響台灣島上許多族群的文化發展，形成族群隔閡與相互不瞭解。隨著台灣逐步民主化，威權統治雖然已成歷史名詞，然而，隨之而來的自由與開放，各式各樣的主義、觀念、意識型態充斥著社會，操弄族群問題常成為政權爭奪戰中最廉價的犧牲品，成為台灣發展的隱憂。因應政經情勢及社會人口變遷，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十一項，揭櫫多元文化為基本國策，肯認發展多元文化是台灣在面對全球化浪潮，維持政治穩定、社會安全、經濟繁榮的基礎。客家是臺灣第二大族群，在族群議題解決上具有關鍵地位，由於其語言文化經過數十年錯誤文化政策的禁錮已處於淹息狀態，所以它能體諒其他文化弱勢者的處境；另外，由於歷史上經常遷徙所造就其落地生根的強度適應力，其與在地其他族群都能平和的相處，這樣的族群地位與特性，使得它得以擔負起族群交流的任務。2000年6月14日，有鑒於客家語言文化的危機與式微，政府成立了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以落實多元文化的基本國策，並希望藉由新客家運動的倡議，「語言政策」、「文化發展」、「產經育成」及「永續客家」四項政策主軸，形成系統化之客家政策，強化客家文化體質；其中傳播媒體是傳承客家語言、文化的必要利器，也是帶動客家文化傳播產業發展的火車頭，藉由強化客家傳播媒介，形成客家傳播平臺，可以有效發揮承載客家語言、文化的功能，及族群間文化交流的窗口。

傳播媒體、語言、文化三者之間具有互相依存、彼此豐富的因果關係，在人權理念逐步充實、強調多元文化發展的地球村時代，民主先進國家早已關注到傳播媒體與多元文化發展之相關議題，並建立了良好的運作體制。客家語言、文化式微嚴重，已為政府當局所正視並亟思如何救亡圖存，進而活化、再生，使能成為我國文化發展之資產。但在傳播政策以產業發展為導向，大眾商業媒體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之情形下，使得弱勢社群近用媒介的需求淪為媒體資本家的點綴式的施惠，對於弱勢社群的認同與傳承助益實在有限，更加使得文化多元與媒介近用，成為「聊備一格的裝飾品」，如何轉變媒體生態，合理調整傳播廣源分配，讓傳播媒體成為客家語言、文化的載具，同時讓多元文化得以滋生、繁衍，是客家傳播媒體發展的目標。為了挽救客家語言文化免於消逝的危機，復鑒於現行我國廣電政策未能妥善保障客家族群的媒體使用權，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自2003年7月1日起以委託民間經營方式成立了客家電視頻道，以全頻道方式製播客家資訊報導、母語教學、戲劇、科普新知、音樂綜藝等節目，以滿足客家語言文化傳承與發展之需求。茲以該方式經營客家電視節目之製播，受限於採購法之限制，須逐年辦理採購，因而造成受託廠商無法進行長期的電視節目策略規劃及進行客家傳播人才的培訓；另外，黨政退出媒體已為朝野共識，92年12月24日修正之廣電相關法律，已明定自94年12月26日起，政府、政黨不得投資、捐助設立民間廣電媒體，主管機關行政院新聞局亦配合社會各界對廣電生態重整之殷望，正進行推動無線電視集團公共化之工作，復以現行客家電視頻道由於經營主體為民營電視公司，在商業運作模式汲汲利潤績效追求的趨使下，客家電視的公共性定位屢遭質疑，亟需尋找新的營運模式，以解決現有辦理方式之缺失及建立永續發展的制度。

以上客家傳播推展工作相關政策之擬訂與行政措施之實施，為求週延與縝密，並收他山之石以攻錯之效，需要參考國外廣電制度尤其是族群傳播之實施經驗甚多，有鑑於加拿大為一多族群國家，自1971年宣布正式實施多元文化主義，對於該國之原住民及各種移民族群的社會、政治、經濟及文化方面等權益之維護與增進不移餘力，其政策實績亦常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及及讚揚，隱然為多元文化政策之典範，爰擬前往該國進行短期研究，以瞭解該國有關多元族群傳播相關政策之歷史背景、法制規範、制度特色、發展困境及因應措施等情形，以為擬訂我國客家傳播政策之參據。

第二節  研究經過

筆者係以訪問學人身分前往加拿大皇后大學政策研究院民主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udy of Democracy, School of Policy Studies, Queen’s University）進行研究，期間自2004年6月29日至12月25日，研究過程主要在該研究中心主席Thomas S. Axworthy之指導及協助下擬訂研究架構，以多元文化作為上位政策，傳播體系為核心，就政治、經濟、傳播科技及社會文化脈絡等方面，探索加拿大族群傳播政策的形成與發展，並運用皇后大學圖書館蒐整相關資料及書籍，以文獻探討方式進行，研究期間並自9月中旬至12月中旬旁聽由該大學政治學系教授Jonathan Rose所開設的「加拿大媒體與政治」（The media and Politics in Canada）課程，以增進對加拿大傳播政策與政治面向關聯性之瞭解，於返國後參考國內有關公共電視、族群傳播等學術研究論（著）述、產業研討會、政府廣電政策相關資料；至原預訂赴加拿大原住民族電視台（The Aboriginal Peoples Television Network）及另一家華人族群電視台（Fairchild Group）進行參訪，以瞭解其實務運作情形，作為檢討瞭解政策制定與媒體實務運作間落差產生的原因，因課程結束時間較晚及申請觀摩作業遲延，至未能執行，乃此行赴國外短期研究美中不足之處，有關政策實行效果則輔以學界著作及廣電執照核發公聽會紀錄等相關書面資料予以補實，特此記述。另，筆者在旅加研究期間，承政策研究學院院長Arthur Sweetman提供寶貴研究資訊及關心研究進度，Hales Carol與Doneven Daves協助安排住宿，及解決日常生活諸多瑣碎事宜，使得筆者得以順利完成研究任務返國，謹在此一併誌謝。

第三節  研究報告架構

本研究報告計分五章，其主要內容如下：第一章緒論主要包括研究緣起與目的、研究經過與方法、及本報告之架構；第二章闡述多元文化與傳播的關聯性，包括多元文化的意義、多元文化政策內涵及多元文化傳播之建構；第三章說明加拿大的多元文化與族群傳播政策，包括其政策制定過程、管理架構、制度特色；第四章說明加拿大族群傳播政策的執行情形與檢討；第五章為研究結論、心得與建議。

第二章  多元文化主義與多文化傳播政策

第一節  多元文化主義的緣起與發展

一、多元文化主義產生的社會環境

在西方論述有關族群多元性、族群衝突及管理上，多元文化主義優勢的產生是來自於西方工業社會逐漸認知到，在廣大的人民生活中，族群特性並未隨之消失，這種認知，以最近二十年最為明顯。有關族群特性差異將消失的觀察，是源自於十九世紀現代工業社會當代的社會學理論，例如杜克漢，韋伯及馬克思，他們認為社會地位的差異是來自於社會階級，而族群特性及差異是傳統時代、現代化之前的遺物，是不符時代所需的。當時，許多評論家都相信這樣的論調，決策者規劃政策時也都隱含著這樣的觀點，認為少數族群的是必然的結果。這種全球文化同質化的趨勢，因隱含於「地球村」概念而成為典型，也預言了這種趨勢的快速發展。即使在澳洲，美國及加拿大這些持續有大規模移民的國家，早期也視同化為必然的過程。

直到1960年代，許多西方工業國家發生了族群權利運動並造成社會的動盪不安，才使得他們開始懷疑族群差異會逐漸失去重要性的這種假設。在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USSR）及西歐國家，主要的族群分裂與國際人口移動的增加是同時發生的，這種國際人口移動則是源自經濟變遷、政治不穩定及人口壓力。在二十世紀最近的十年，這些改變的同時發生，使得十九世紀有關族群特性會消失，不是社會建構重要力量的假設，不再經得起考驗，特別是那些新興獨立國家，他們認為族群與種族差異是經常存在於日常生活中，也是國家建構時在管理族群及文化多元性的重要面向，在這一波殖民化浪潮增加的新國家中，多元族群及多元文化的人口並未消失，事實上，殖民殘留的分裂勢力，使得新的統治者面臨如何整合各種族群以建構國家的困境中，而在世界許多國家，包含東歐、非洲及亞洲許多新興民主國家，少數民族及原住民地位的議題或許是最急迫需要解決的。人們寄望西方的自由主義的成果，能夠作為有關多民族國家中的自由憲政主義原則的指導方針，但是傳統的自由主義對於這些問題所提供的卻只是模糊及相互矛盾的，這從歷史上奉行自由主義國家所曾採行的許多種族及族群政策中已經顯示出來，包含從高壓同化政策（assimilation）到高壓隔離政策（segregation），從佔領、殖民到聯邦主義、自治。倡導自由主義者面對這種困境也提出若干修正理論，但是，若自由主義要在這些多族群國家繼續存在，它必須能夠明確地滿足少數民族及族群的需求及期望。

族群多元的重要性已使得許多國家必須發展政策來解決問題，但是這些政策形成的環境、有關的假設及目的三者彼此交互影響著政策的內容。在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首次揭示了對文化權的重視，其第22條規定每個人都有權力致力文化權的實現，它對於尊嚴及人格的自由發展是不可或缺的；特別重要的是1966年國際公民及政治權力公約，其第二十七條規定如下：

在存在不同種族、宗教、語言少數民族的國家中，屬於該團體的個人，其有關與同團體其他成員交流、享有本身的文化、公開宣稱及奉行本身宗教或使用本身族群語言的權利不可被剝奪。

在1992年民族或種族宗教及語言少數團體人權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belonging to National or Ethnic, Religious and Linguistic Minorities）更將其權利擴大至有效參與文化、宗教、社會、經濟及公共生活，以及其他有關少數族群權益之決策過程；建立及監控本身的社團；不受任何歧視的，與其族群成員、與本身族群在民族性、血緣、宗教及語言上有關聯的其他國家公民建立及維護自由及和平的關係。(MOST, 1995)
綜人許多多元文化主義學者的研究，「多元文化」主要在三個方面加以討論及區別：

1. 人口統計敘述（demographic-descriptive）：國家或社會少數人種或民族分布的情形。

2. 意識型態規範（ideological-normative）：強調承認族群多元性的存在，同時確保人們保存本身文化的權利，與憲政原則及社會共通的主流價值能夠一致。經由認同這樣的權利及確保其在社會上能夠接近使用，對於減輕因不平等及不公平所引起的社會衝突有極大的效用，所以，多元文化主義所倡導的並不是對於少數族群的寬容，更有維持更大社會整體平和發展的積極意義。

3. 政策方案（programmatic-political）：國家所規劃設計以因應處理多元種族問題的政策及方案。在1965年加拿大皇家委員會對於雙語及雙文化政策報告中建議採用多元文化政策後，「多元文化政策」這個名詞才開始被廣泛使用。報告中建議用多元文化政策代替在加拿大採行作為族群多元化已超過一世紀，以英裔及法裔族群為基礎的雙文化政策。從此，多元文化所包含的意涵就不再只是人口統計上的敘述，還包含有意識型態規範。

新興國家的出現、冷戰的結束、福利國家的危機、經濟與文化的全球化，及國際人口各種形式移動的大量增加，是主要影響跨族群接觸及族群關係型態的因素。最近十年來這些因素持續變遷，其對於族群關係的影響，趨使政府及學者專家從中尋找因應對策。以下，我們將分別從政治生態變遷、全球化及國際人口移動等三個變項，來分別探討當代社會對多元性型態的影響：

政治生態變遷：去殖民化及共產主義政權的瓦解是新興國家產生的主要原因。這些脫離殖民帝國的新興國家，民族建構對於新政治領導地位是一項嚴苛的工作，不僅要建立自己的經濟生存能力，還要透過整合國內不同的族群建構一個穩定而且可以永續發展的國家。他們不像那些歐洲民族國家具有族群同質性很高的國民，因反殖民的理念成為聯盟是他們建立新政權的起點，這些新政權主要面對的問題是區域分離主義運動以及中間團體的經濟勢力問題。令人驚訝的是，在面對獨立後這麼多的問題，這些體質脆弱的國家並沒有發生如Furniyall所預測的更大的族群衝突以及政權的不穩定。然而，這些持續的分離主義運動，在許多國家已經證實造成分裂的壓力。東歐及蘇聯共產國家瓦解後所形成的一些新興國家，國內也存有許多不同的族群的國民，由於存在著種族有關的暴力衝突，這些國家發生如Furniyall所說脫權舊政權所引起的不穩定效果顯得特別顯著，尤其當族群忠誠被動員用以爭奪領土所有權，而舊有支持促進整合及共存的制度已經消失時衝突就容易發生，前南斯拉夫就是這種衝突棘手的最明顯例子。然而，這種衝突也不是不可避免，捷克斯拉夫經由協調也能平和的分裂成捷克共和國與斯洛伐克共和國二個國家。冷戰結束及蘇聯領導的共產集團瓦解，是政治不穩定可能影響族群衝突的關聯要素，蘇聯瓦解後已無力掌控附庸國家或其政治影響力所及國家的內部衝突，在此中空階段，那些曾經促使這些國家朝向現代化發展的外部影響力已不再能夠運作，因此造就像索馬利亞及南非部分國家等政治野心份子以暴力方式奪取權力的欲求。在政權轉移不致產生嚴重衝突的國家中，南非是一個例子，從這些在政治高度不穩定中能夠存活的新政權中，我們可以發現其能力可能來自於採行了一些政策，降低了那些與族群有關的政治抗爭的傷害性。

全球化：全球化象徵世界逐漸增加相互接觸及相互依賴，這可以由三個面向來識別。（1）經濟面向：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及北美以外的許多經濟據點產生，中東石油生產國家、日本及亞洲新興工業經濟國家如香港、韓國、新加披及台灣，已經發生了重大的經濟、社會及政治變遷，財貨、服務、資本及人力的流通都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國際經濟關係正不斷擴張及重構。（2）同質的世界性文化發展：麥克魯漢（McLuhan）在1964年所著「地球村」一書中以提出這樣的預言，受到廣擴及快速通訊技術革新，以及輕鬆、快速及低廉的國際旅遊的影響，文化產品及型式如今已能廣效地全球流通。（3）政治面向：受經濟及文化面向變遷的影響，國家的自主性及政策決定能力已被經濟與文化國際化的活動所逐漸侵蝕。在便捷廉價的旅遊、電話、傳真及網際網路的輔助下，社會網絡已超越國家界線，超國家團體因運而生，提供了地方政治組織可以不經由國家而發揮重要影響力的機會。Waters在1994年曾表示，其結果可能是公民身分、福利權利及自由民主等制度的消失。這樣的評判所要強調的是在全球化的運作模式下，許多目前在處理多族群關係社會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政治制度，都可能產生困難；至於強調全球化所造成的整合及文化同質化效果，是提醒我們要致力於克服族群團體間的衝突。因為全球化的過程中會帶來緊張，經常伴隨著全球化而來的是種族獨立運動（ethno-nationalist movements）的產生，這種獨立運動是從族群社群發展出來，然後支持者藉由獨立而取得相關的物質及優勢，這些運動被視為是現代社會疏離現象的補償，與之相關聯的並不是「階級」政治而是以文化因素佔主要成份的「認同」政治，非理性是它的特色，同時，它也使得這些運動支持者較難以在政治上妥協及接受其他文化團體的權利。
國際人口移動的增加：大規模的國際人口移動始於1980年代，它與19及20世紀國際移民潮流不同，之前是從歐洲移往新世界的自願移民，這次是政治及經濟改變所引起。過去較少受到注意的是由亞洲，特別是中國大陸移居到美國、澳洲及東南亞的勞動移民，其人數在當代移居人口中佔有相當大的比例；另外，高級技術、專業及管理人才的移動也逐漸增加中，國際學生、商務人士及旅遊者，在這一波人口移動運動中也佔有一定數量。最後，在這一波國際移民運動中，國家涉入情形的改變也是值得注意的，國家法律設定移民及定居的標準並加以執行是一種很重要的政治議題，與國際移民運動相關的控制制度也包含了逐漸增加的國際合作，因為個別的國家瞭解，這些管控及挑選的移民政策在面對如此廣泛的移民壓力時效果有限，例如歐盟國家所簽訂的深根協議（Schengen agreement）及1988-1989間簽署的綜合行動方案（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就是最著名的例子，後者是為了解決大量的越南移民問題，由包含主要提供政治庇護國家、其他東南亞國家、再移民國家及越南共同簽署。

二、多元族群社會改變的特性及政策議題

由於最近五十年來在政治、經濟及人口統計上改變的結果，族群關係型態及族群認同範圍的的多樣性已成為世界上大多數社會的特徵。確實，目前只有10%到15%的國家可以稱為種族同質的。那些過去實質上缺乏少數種族的國家，現在發現他們必須解決族群多元性的問題及採取適當的政策予以回應；而那些在歷史上長期具有種族多元性的國家，近年來的進展則是有關那些存在已久的少數團體間關係的變化。西歐國家在種族關係共存的變化程度上是最明顯的，從二次世界大戰後，種族關係的類型就持續增加，除了愛爾蘭之外，這些國家實質上已經變成移民國家。在許多歐洲國家，原來已長期存在一些區域少數族群，現在又加上這些新移入的少數種族，歐洲國家族群多元類型的複雜性，同時表現在特定族群種類及法律地位上。歐洲移民關係的第一種類型包含了合約工（contract worker）或客居工作者（guest worker），屬於這類型的國家包括德國、瑞士及其他歐洲國家。在德國，土耳其人有190萬人，再加上合約工及他們的子女，這些人在德國占有很高比例的人口數，雖然最近德國對於取得公民權的標準已經放寬，但這些人仍然無法取得德國公民身分，即使有許多人是在德國出生，許多歐洲其它國家也存在類似的情形；另外，歐洲另一種重要的移民工作者是來自歐盟成員國，從1992年起，這些人己能在盟國間自由遷移及工作，不受該國約束其他非歐盟會員國的限制；第三種類型是那些早期來到歐洲國家，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後就移入的種族，他們因以前是該國的殖民而擁有公民身分，屬於這類型的國家像英國及法國。進一步使得歐洲國家的族群多樣性更複雜的是那些為數眾多的尋求政治庇護者、非法進入者及那些在許多國家仍有各種法律限制的人。在澳洲、加拿大及美國也有一些歷史悠久的殖民移民，而那些新式及新來源地區的移民對於現有的少數族群關係，又引進了一個值得注意的面向，各種不同族群關係的制度重疊性，不僅在於移民背景，還包含原住民，不同於歐洲國家，這些國家接受新族群的移民及給予永久居留權，法律規定的公民權較容易取得。

多族群國家的多元性表現在制度結構、族群關係型態及組成的族群上，這使得他們在政策辯論的形式及結果也呈現高度的差異。以下一些特定的政策議題，與現有族群間的制度關係所產生的共通類型有直接的關聯：

1. 最急迫的議題是建立跨越族群藩籬的溝通及聯繫管道，讓族群間能夠協調，而個人的安全感也能夠重新獲得。

2. 國家主要的政策議題是關注這些新族群與其他公民或享有永久居留地位的族群的關係。在此，居留地位或歸化成為公民機會的法制化就變得非常重要，政策議題包含再現機會、族群文化差異要素的維護，特別是與族群差異有關的語言與宗教；因族群因素產生的社會及經濟上的不利條件應予排除；政策參與機會的提供及避免種族歧視及差別待遇；另外，一種重要的象徵性議題是將族群納入國家認同的表現及形塑過程中。對於擁有領域基礎的少數團體，政治獨立的程度也是一種重要的議題。
從少數族群的觀點，以下是他們所關心的政策議題：

	議題
	關心內容

	少數族群語言
	- 自由使用語言
- 族群語言的講授及在學校作為一種教學的媒介語言
- 在其他機構使用，包含醫療、社福服務及法律系統
- 翻譯人員的便利性及使用族群語言所譯寫資訊的提供

	國家語言
	- 兒童及成人都很容易接受國家語言的教育

	宗教
	- 信仰自由及允許奉行宗教儀式及儀規
- 制度結構與宗教信條相容，例如法律制度、教育

	法律地位
	- 不具公民身分的居民境遇
- 獲取具有永久居留國民的機會
- 雙重國藉的允許
- 少數族群特別地位的存在
- 少數族群間的結社自由及組織社會團體的權利
- 文化表現自由

	教育
	-受教育的平等性
-納入少數族群觀點及經驗的課程

	就業
	- 沒有差別待遇的就業機會
- 既有資格及經驗的承認
- 訓練機會的獲取

	醫療及社會福利服務
	- 醫療及社會福利制度營運資訊的獲得
- 以考慮少數族群文化型態的方式，提供醫療及社會福利服務

	住宅
	-不受差別待遇的取得適當的住宅

	種族歧視/差別待遇
	-種族歧視的排除
-排除業務執行上的差別待遇情形

	國家認同
	-少數族群在國家認同方面的地位

	政治代表性及自主性
	-少數族群在政策決定的參與性
-少數族群負責本身權益相關政策決定的機會


三、多族群國家的政策模式及適用性

有關族群多元性的重要性已獲得愈來愈多的國際認同，許多國家都共同關注這種多元性的需求，並採取政策及方案來加以滿足，然而這些避免種族衝突的政策卻變得不穩定，這些「消除種族差異」（Integration）的政策通常都是為了達到前述目的，結果卻常事與願違。以下我們將討論以意識型態規範論述（ideological-normative statements）的三種政治模式，以抽象、意識型態為基礎來關注社會中的族群關係，並接續探討相關的政策方案（the programmatic-political）：

1. 同化模式（assimilationist model）：此模式設想少數族群將會完全融入社會和國家，透過個別改造的過程，這些個別的少數族群將會捨棄本身獨特的語言、文化及社會特徵，而接受優勢族群的語言、文化及社會。支持者認為由於個別族群完全被主流社會所吸收，造成族群衝突的因素將不再存在。國家在這個模式中的功能是有限的，因為改造是個別族群的責任；法律、教育、社會福利及醫療制度等也不需要做任何攺革。

2. 差別模式（differentialist model）：在此種模式下，衝突是透過消除或降低少數族群間的接觸而予以避免的。最極端的做法就是撤底排除少數族群，更甚的是，在政策上實質的限制少數族群成員加入主流社會。國家制度毋需照顧少數族群；至於國家角色，不同於同化模式，它可能允許或在某方面支持發展一些平行制度（parallel system），以迎合少數族群最基本的生活方式，例如教育、醫療、文化等的需求，然而，目的卻是在將他們排除於主流社會之外。

3. 多元文化模式（multiculturalism model）：此模式假定個人及團體都能併入社會之中，而毋需選擇放棄本身的獨特性或無法完全參與社會。完全參與的過程是消除種族衝突的關鍵。為了達到完全參與的目的，國家制度必須大幅度的修改以平等的對待那些來自不同文化及社會背景的族群，在這過程中，國家扮演著積極的角色，包含積極進行社會安全制度的改革，像是主流制度的重建及支持性平行制度的建立。然而，不同於差別模式的平行制度處於邊緣地位，多元文化模式的平行制度是整體社會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多元文化模式是三種模式中唯一承認少數族群的合法地位，同時試圖滿足少數族群平等表現不同文化的需求。

多元文化模式的發展歷史不過30年，澳洲、加拿大及瑞典是明確採行多元文化模式來處理族群多元性的三個國家。不同模式複雜的情形在於，一些國家支持的政策模式會隨著時代變遷而改變。正式採行多元文化模式的加拿大及澳洲，就是分別揚棄了原有的雙文化模式及同化模式才改採現行模式的；在法國，也已經脫離同化模式，以解決少數族群的需求；同樣地，德國也開始遠離差別模式。在同一個社會中，不同的模式也因應不同的族群而存在，例如，在澳洲，1967年前，差別模式是適用於原住民，而同化模式適用於移民，在當時公民權都是授予給原住民。
貫穿以上三種模式的是有關的國家神話（national mythologies），也就是國家的起源、特色及國家認同，有的國家可能自視為移民國家、重要革命主義的護衛者或人民的化身。這些模式與神話共同界定了國家市民（nation's citizenry）的組成，這就是為什麼當分類國家屬於以上三種模式的某一種時，我們通常會將這些國家如何界定公民身分或如何歸類國籍當做重要的參考。然而，即使試圖根據公民身分的標準將國家歸類到這三個特定模式中，也無法完全對於他們所可能採行的政策及方案完全瞭解，其原因在於將模式轉換為具體的政策行動及方案需要經過詮釋的過程，此種詮釋的過程，在國家面對多種族社會時，討論有關政策改變的可能性及實際情形時益顯重要，也就是在這詮釋的過程中模式及實際運作情形會產生落差及不確定性，模式可能就因而改變。有很多因素會影響詮釋的過程，但是從結果可以評估出他們對不同意識型態規範模式的接納程度。經由觀察該國對多元文化模式及其助長族群分裂或衝突的正反面主張，吾人可以簡要的探測出該國曾經採行哪一種模式，同時可以大概瞭解其之後可能採取的具體方案。
政策制定最重要的不在單一政策的創始，而是整體政策的累積效果。語言及相關教育政策一直是澳洲、加拿大及瑞典多元文化政策的主要焦點。這三個國家都試圖發展一種方案，確保兒童能夠習得合理程度的國家語言及毌語能力，這與同化模式只注重國家語言，而差別模式只注重毌語有所不同。而政府支持少數族群語言的重要特色在於，族群語言的重要性不僅是文化保存的工具，更是平等地含納個別族群成為社會一份子的重要方法。澳洲、加拿大及瑞典累積的經驗顯示，特別的語言服務或教育課程本身都不足以確保他們可以平等的受到各種社會服務。從各種有關社會正義的評估研究中已逐漸清楚地顯示，與這些顧客／病人／學生／市民有關的組織（以及其職員）也有改變方式的需要。文化的改變，有時是制度的改燮，所需要關注的焦點不僅在制度運作的方式，還要考慮它所服務對象的需求。

在評估多族群政策時，應瞭解新政策採行的重要因素是因為之前所採用的模式無法達到目的，或者無法滿足少數族群的利益及需求。然而個別的政策創議及方案發展在每一個國家都有差異，值得注意的改變是，一開始方案的創始是為了解決文化保存問題，然後發展成有關平等及不利條件排除的問題，這樣的轉變所顯示的意義是，這些參與者，包含少數族群，如何在決策過程警覺到，必須先排除經濟及社會上的不利條件，以提升自己的地位，才能尋求維護本身傳統的文化。澳洲及加拿大對於多元文化政策的論述都努力地強調這是一種「經營」（managing）族群多元性的政策，其隱含的觀點是多元文化政策並不只是在「維持」（maintain）族群多元性。當更清楚地檢視這種論述及政策，其目的就是要提供來自不同族群背景的個人一種有意義的選擇，如此他們既不會被隔離在社會邊陲地帶也不會被強迫要同化於主流社會；另外，多元文化政策模式的主要特色是國家及政府機構在政策形成及執行中扮演領導角色。然而，政策要普遍執行，就必須民間組織或機構的參與，尤其在政府預算逐漸緊縮、政府退出服務領域的要求變得明顯時，這種民間參與更為重要。在鼓勵民間接受多元文化政策並在執行中落實，就要廣泛地宣導其經濟利益，例如從擴大市場規模觀點或有助於更有效的運用員工技術。

最後，對於政策的測試是在於一般民眾的接受程度。在許多實行多元文化政策的國家社會中，都有一些學者或其他人加以批評，共同的批評是關心多元文化政策的執行已造成對既有社會傳統以及國家文化的威脅，以及相關特別方案的成本。然而證據顯示，在加拿大及澳洲所做的民意測驗中，整體而言都有相當多數的民眾支持多元文化政策。這二個國家現在也正都重新檢視其國家認同、國家完整性，多元文化政策勢必會受到這種檢視結果的影響。在加拿大，主要的問題是如何解決魁北克的區域種族獨立主義的野心；在澳洲，並沒有那麼迫切的挑戰工作，主要的問題是環繞著政府所發動，有關透過成為共和國進一步減低其與英國的關係。或許，對於多元文化政策未來發展更有意義的是，在選舉中，贊成與多元文化政策相關方案的政黨獲得民眾的支持。

少數採用多元文化政策的國家，在政策彼此競爭激烈的時代，似乎呈現出相當持續穩定的情況，多元文化政策的實行，並無批評者所預言的會產生族群隔閡的擴大及深化。而在美國，在全國性層級並沒有這種政策，多元文化政策是由少數族群及其支持者所倡導，作為一種反對的政策，而這正反映出族群間分裂深化的事實，同時也反映出，以同化模式作為優勢的意識型態規範，即使在政策方案層級採取一些矯正社會不平等及弱勢的措施，也只能達成部分的目標。在美國這樣一個社會，由於受制於傳統強烈的個人主義，政府採取政策干預的範圍有限，而且焦點是在於包含市場機制的那些社會法律機制，這種機制對減緩根深蒂固的社會不正義或弱勢是有限的。

政策模式的適用顯然會受到社會特質的影響，多元文化政策之所以吸引許多國家採行的原因在於，它能夠以一種與其民主理念一致的方式，解決與移居的少數族群有關的政策議題。由於在多族群社會中，移居的少數族群具有重要的意義，多元文化模式是相當有潛力可以作為政策模式的替代方案。在與同化模式及差別模式比較時，一開始採用多元文政策取代現存的國家整合模式也有其困難之處，尤其當國家財政遭遇困境及面臨高失業率的情況，將更加惡化現有的族群間關係，這是不能輕忽的。另外，在政策執行中，更必須確認其特定的策略，多元文化模式的特色之一是，作為包含最終的目的在改變制度及個人的一種模式，適當及可行的策略在每一個實行的階段都有所不同，因此，理想上，政策的評估應該採取一種長期的觀點；多元文化政策並不是由一種特定的方案或政策所構成，它的有效性是由各種不同策略的效果累積而來，這些策略綜合一起確保在鼓勵族群多元性的同時，也能切斷其伴隨而來的弱勢，讓全體國民覺得這是對整體社會有利的，而不只是單純的容忍某些族群相關的事務。如此，多元文化政策才能產生力量及效力，同時帶給多數人民及少數族群好處。
四、小結

隨著全球化持續增加的改變以及包含人口移動在內的動態改變，將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新的移民接觸形式及促使內部改變的動態緊張。族群衝突持續作為社會現象的可能性也不可能排除，必須加以監督的一個議題是，國家在毋須參照國際規則情況下，保有制定國內政策能力的程度。嚴格地說，多元文化主義作為社會團結及整合的基礎是切實可行的，然而，它卻不是促使族群多元性與社會團結的唯一方法，多元文化主義作為一套具體的政策及方案，它一直是保持彈力的。異於一般人所恐懼的，經由檢視多元文化政策國家的實施結果，那些倍受爭議的有關多元文化政策長期可能強化族群分裂及緊張的這種理由，並無法成立。這是因為，當其與強調社會正義的政策一起實施，它已經移除許多少數族群做為抵制的基礎（或理由）。多元文化模式的最後一項特色是透過民主方式解決問題，推翻了許多人悲觀的認為民主多數決本質上是與少數族群權利背道而馳的這種說法。對於採行多元文化主義作為政策模式的國家，要達成全國人民對多元價值的共識是一種相當費力的工作，因為全體社會必須在奮戰對抗社會的不平等及在民主政治價值中有所取捨。

第二節  多文化傳播政策

多元文化主義原則下的傳播政策應該具有什麼樣的思維？其對理想的多元文化社會實現具有何種意義？又與一般傳播政策或制度，在設計上具有的特色為何？是本節試圖闡述的重點。

一、多元文化主義與傳播政策

多元文化主義強調應重視公共領域中，少數族群與主流族群的差異，為了保障其社會參與的平等地位，並維護其團體認同與生活尊嚴，而給予差異的（優惠的）權益保障，方可讓少數族群的文化不致受忽視、歧視，而貶抑流失，並發展族群之間的彼此肯定及和平共存。因此，改善弱勢族群的社會地位，維護其社會文化認同，就成為建構更自由民主的公共領域溝通過程中極為重要的的基礎（張錦華，1997）。而在傳播政策方面，傳統自由主義「多元化」的觀點，固然已經注意到媒體所有權、地區分配，以及媒體內容等層面，但未能從弱勢族群的觀點做進一步的理論探討與政策規劃，結果，傳播媒體很可能成為主流強勢族群維護其生存的工具（一種社會現狀在媒體的複製），因此有必要從多元文化主義的觀點，重新定義傳播的功能及相關的制度設計；另外，晚近由於媒體控制及所有權、對公共廣播服務的攻擊（主要是以自由主義意見市場觀點）及媒體內容的同質化等問題，進一步的擴大媒體的無能，認為媒體愈來愈無法表達各種多元的聲音。為了探討多族群的媒體政策，首先必須從國家認同的建構及其公民法律地位的關聯性，社會中如何提供多元性的政治認同，以及「傳播權」（right to communicate）的觀念如何形塑我們對媒體在多族群社會應該扮演的角色等予以探討。

二、差別化的公民身分（Differentiated Citizenship）

依照Brubaker（1989：3）的說法，公民身分指的是民族國家的成員資格，其所隱含的意義，經Bottomore（1992：18）擴大主張為：公民身分是一種賦予社群正式成員（full members）的一種地位，擁有此地位的人在權利及義務上是一律平等的；依照這種定義，當一國的住民被排除享有公民資格地位，或者被視為公民的少數族群，其接近行使權利遭受否決時就成為明顯及引起爭議的問題。在多族群社會，各種針對變遷中的族群多元性的反應方式，及與建構社會團結邊界有關的國家認同的持續性權力，两者都是建構公民資格地位的重要議題。Bottomore對公民身分的定義，有助於區別正式（formal）及實質的（substantive）公民身分，正式的公民身分指的是民族國家的成員資格，實質的公民身分指的是一批公民權利（civil rights）、政治權利及社會權利，包含了政府活動的參與，很顯然地，當國家中有所謂的種族歧視或排外情結存在，正式公民身分就不能保證實質的公民身分權。

1989年時，Young曾經發表過一篇論文，對普世公民身分（universal citizenship）的理想提出批評，她認為普世平等的假定，事實上是在邊緣化少數族群的經驗及利益，所以導致她提出了另一種差別化公民身分（Differentiated Citizenship）；Kymlicka（1995）在其所著的多元文化的公民身分（Multiculturalism citizenship）書中已發展出相關的模型，其主張的核心概念是認可少數團體作為一個團體的權利，並不會與自由民主原則相違背，為了分析方便起見，他將多民族國家（multinational state）及多族群國家（poly-ethnic state）予以區分。多民族國家的文化多元性在於將先前的自治及集中於特定區域的文化整合成為一個大的國家，其通常發生在採取聯邦制度或佔領的情形，例如瑞士或西班牙，或是北美的美國印第安土著、北歐的沙彌族（Sami）或澳大利亞土著；而多族群國家的文化多元性產生於個人或家族的移民，許多十九至二十世紀間尋求較好生活的人民或是避免壓迫的難民移居就是典型的例子。

這種不同的歷史環境構成不同的種族多元性，其對不同面貌的差別化公民身分建構，具有相當大的政治意涵，因此他主張多民族社會的少數民族權利與多族群社會的族群權利，應該有所區別，歷史傳統上扮隨於管轄特定領土的自治權，應該為少數民族所獨有。事實上，Kymlicka提出了三種型式的差別化團體權利，第一種是自治權（self-government rights），是一種賦予少數民族的權力；第二種是多族群權利（poly-ethnic rights），是一種有關特別的種族或宗教團體，在從事特定事業的財政、法律保障；第三種是代表權或再現權（representation rights），用以保障少數民族及族群在國家中央機構具有一定席次。其中多族群權利提供了國家尋求支持保護特定宗教或文化事業的基礎，而在自由主義者所倡導的消費者主權觀念，強調市場機制下，這幾乎是難以獲得支持的，這種權利的實現是需要一些立法來保障的，否則就容易因多數人的有意或無意的歧視而受到壓制及邊緣化。國家採取少數族群媒體政策，關照少數族群的媒體利益就是一種對多元族群權利的重視，但是卻無法保證其能夠成功，因為少數族群目標觀眾稀少又可能分散在數個區域，難以自成一個具有商業利益的媒體體系，因此財政支持便成為少數族群媒體發展及維護上的一個重要議題；至於代表權存在的理由，單就其在社會權力行使機構中對少數民族及族群利益的重視而言，即足以彰顯其重要性，然而要讓這種代表權更具意義，則必須使其具有實質的代表權力，得以參與及爭取分配資源及設定優先議題；就媒體而言，在多元族群社會中，讓少數民族及族群在公共廣播服務體系及傳播機構中擁有一定管理階層的代表性，就是這種權利的重要表現。

差別化公民身分與多元文化共生模式的重要關聯就是承認個人的社會角色，也就是個人認同其實是建構在少數民族或族群身分為基礎的社會團結上，這種觀念的接受是差別化群體權利（group differentiated right）產生的原因，允許這些少數團體成為政策的目標，同時以團體身分表達意見，而不是基於普同的個人權利；因此，以同化（assimilation）少數族群為基礎的多元文化政策，其與差別化群體權利是不相容的，同化政策或許可以保障公民的正式權利，但是，事實上是剝奪了少數民族或移民文化上的實質權利，而差別化的公民身分則與多元文化政策一致，它承認文化多樣性及文化多元主義，也就是不同的文化傳統及價值可以並存不悖。然而在歐洲，文化的多元主義通常只在家庭被容許，在國家及公共領域仍然受到大多數人的排斥。在媒體方面，其差別就是對於家裡個人穩私的接受，及接受媒體擴散到表達及關注語言及文化上的特定少數族群，很多國家有關容許少數族群的政策都隱含了對於文化多樣性的畏懼，這種共同的懼怕最後則形成了共識，設定了自然的門檻，在範圍內予以容忍，並認為這種容忍的門檻是理性的人民所不應該跨越的。在廣大的國家政治體制下，能夠自主的追求族群利益是結構多元主義的重要特微，Wallman（1986）將種族特性（ethnicity）分別視為是一種我族意識（consciousness of kind）－社會心理的認同感，及一種結構（structure）－使得族群特性能夠維持的基礎組織；也就是說，這種對於意識「我是誰」的社會心理，如果沒有場域允許其使用自己的語言、購買自己的食物與音樂及對別人表達信念，則我如何用行動表達種族身分呢？缺乏對少數民族或族群身分的讚頌，勢將使得該少數民族或族群成為一個較不受信賴或負責的公民。因此，能夠將社會素質及族群身分的個人感覺產生連結的多元文化模式，是那種採取及推動必要性的結構多元主義，並與國家呈現的多元性連貫的，差別化的公民身分及差別化的群體權利則提供了可能成功的必要架構。

三、傳播權（the right to communicate）

以差別化的公民身分為基礎的政治架構，作為建構多元族群公共領域是一個良好的平臺，而傳播權則是另一種重要的架構變項。傳播權是一組包含言論自由、新聞出版自由、資訊及集會自由的權利，並要求其彼此間是互相依賴的；然而在全球化或文化的同質化，資訊在形塑或限制政治自由的重要性，或對於文化帝國主義的相關變化等議題的關注上，目前已有足夠的證據顯示，傳播自由有可能受到限制。

傳播權應該被視為人權發展上的第三波人權（third generation human right），Mbaye（1986：28-9）年即主張，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是建基於自由原則上，然而，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則源自於平等原則。前者要求對政府權力加以限制，以確保個人自由得不受限制及危害；相反的，為了讓人民能夠享受後者的權利，則要求政府要積極作為；就權利分類上，公民及政治權利是一種固有權（right of），而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則是行使權（right to），與第三波權利共同構成完整的權利，在此種情形下，就不是單靠限制政府權力或要求政府作為就能達成，而必須透過人民與國家的團結合作才能成就，這種團結的權利（right of solidarity）基本上是一種和平權，環境權及發展權及其他類似的權利。

在瞭解傳播權是屬於第三波人權後，除應該合理的要求國家不可以恣意的干涉個人的傳播自由外，同時必須以輔助的方式，透過政策及行動來提供實質的資源及進行組織的基礎建設，以促進這些自由的行使，再加上前面所主張的差別化群體權利，可以進而要求國家在多族群社會中，提升有關經濟、社會及文化等第二波人權的義務。然而，經常由於對第一波有關公民權及政治權的過度重視，依恃這種簡單但有力的聲明下－「本身表達權利不可受限」，第三波人權的行使常常受阻。基於此種理念所建構的媒體政策，把傳播權限縮成為單方詮釋第一波及第二波人權成為一種編碼與解碼、傳播與接收的資格，這種激進的個人主義顯然與要求社會具有維持尊重多樣性能力並不一致，同時無法保持開放繼續學習，無法促進對話及相互交流，在此情況下，傳播不過是一種個人利用傳播資源的行動。

在多族群社會中，這種觀點是不適於公民素質（civility）的培養及促進族群間對話。為了要對傳播權作一些調整，Charles Husband（2000）加上一種輔助性的權利－被認知權（right to be understood），它是源自於非洲人權及人民權利憲章（the Africa Charter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而不是從傳統的歐洲人權理念所產生的。被認知權強調個人對社群的責任，並認同重要的社會及團體權利本質，與前述差別化公民身分所強調的的法律架構一致。被認知權強調尋求為他人瞭解的責任，使得傳播權有權拒絕及譴責自我中心及我族中心主義者（Ethnocentrism）在從事傳播行為時所遵循的例規。

在建構多族群公共領域的概念架構中，第一波及第二波的人權原則提供傳播權要求國家必須發揮建立平等傳播環境的功能，第三波被認知權要求公民在傳播環境中行動所需負擔的一些責任，如此一來，就與跨文化傳播所需要的傳播的開放性與認知理念相一致。

四、多族群公共領域（multi-ethnic Public Sphere）

接續前面已經提到的，多族群社會公共領域必須反映社會中代表的多元性，以促進少數及多數人族群身分的自主表達，此外，它還必須在不同身分的社群間提供資訊及文化產品的交換。強調少數族群身分的各種不同媒體，或許與差別化的團體權利是一致的，但是這些平行且互相獨立的公共領域可能有損被認知權的行使。為了建構適於發展的多族群公共領域，Charles Husband提出以下三層模型：首先，國家必須履行其對第一波人權的責任，創造一個允許個人、集體及傳播的表達自由空間；其次，透過採納差別化公民身分理念，及運用伴隨的差別化群體權利，國家應該發揮其對第二波人權的功能，使得反應社會多元化事實的多元媒體組織能夠產生及蓬勃發展；最後，以第三波人權的方式思惟，國家應該致力提升被認知權成為一種原則，在執行前面所提的二種傳播權時能夠遵循。
這樣的一個理想的媒體環境是否可以實現呢？從1980年代後期以來，直播衛星、有線電纜的陸續出現，已經讓廣播電視頻道的數量擴增了許多，視訊科技及數位影音光碟更讓消費者有了更多的選擇；多媒體及網際網路的誕生則讓資訊科技深入家庭領域，我們現在其實已處在一個媒體世界。選擇的多樣化及利基行銷（niche marketing）可說是當代媒體的特性，其多樣性已足以應付多族群公共領域的需求，但是對於少數民族或族群而言，接近使用媒體的機制普遍不足是當前應該正視並予以解決的問題。

在急迫要發展多族群公共領域時應該注意的一件事是，少數民族或族群的人口及社群規模都很小，很難提供支應特定媒體的觀眾群，使其適宜在商業上良 好發展。在此情況下，我們便寄望於國家實現其對第二波人權的義務，以一種差別化群體權利途徑，也就是用補助的方式確保適當的媒體架構能夠呈現。另一個困難在於媒體建立後，由誰來掌控及管理，這種困難可能產生在族群管理體系的代表性，及存在於族群發展與深植於企業體內的商業需求之間的緊張。這種因難的解決，就像Taylor（1992）所說的，必須從認可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轉變到差異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也就是從承認彼此是平等而且互相尊重的情況，進一步的轉變為允許不同的族群團體拒絕被同化成普遍一致。而就像Young（1989）批評世界主義者主張的人權論調一樣，其實，承認政治應包含承認「差異」，也就是說真正的平等對待就是要差別對待。然而，少數族群地位的享有並不保證其會踐行政治的美德，對於一些少數族群將外部團體偏見納入自己對族群本身的定義或限制本身族群內部成員的自由，或利用媒體宣傳對社會的難耐等情況，Kymlicka（1995）就很直率的回應，就像我們不能忍受那些對少數族群無法寬容對待的多數族群，我們同樣也不容許少數族群有同樣的行為。

以上所述及有關多族群公共領域的媒體特徵，都環繞在媒體的多元性，無論其是商業的或由政府全部或部分贊助的。繼之，焦點將集中在社會中所有少數族群在平等的基礎上，都能參與及使用媒體，也就是發聲權，也就是要袪除經濟、技術及政治在使用媒體作為核心途徑參與公共領域方面的限制，擁有少數族群媒體的本身或對族群都是有益的，但是作為一個多族群公共領域的媒體基礎仍然是不足的，對於許多媒體而言，觀眾取向是必然的，地區性媒體很有可能呈現的是相當窄化的人口組成圖像，而且服務的對象很可能是相當特定的，在這種情況下，如何關照到被認知的權利呢？跨族群的資訊如何交流呢？為了設計一個較平衡的媒體體系，不僅確保特殊利益團體的聲音能夠不受拘束，還要確保不同族群邊界的資訊能夠交流，這時就需要一個輔助性的媒體。公共服務廣播（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PSB）的設立及經營儘管經常受到攻擊，然而它仍保有與被認知權精神一致的價值存在，並且不完全是市場導向的，這從其倡導集體的公共福祉中就可以輕易的化解角色的尶尬，並有能力照顧更多範圍的觀眾。而在建構公共服務廣播機構時，應該在職員雇用及管理階層考量特殊族群的代表性及多元族群權利，使得公共服務廣播有能力同時有正當性回應不同的族群觀眾。事實上，在觀眾選擇日益多元及市場分散情況下，我們是可以合理的假設，對於多數的商業全國性媒體，要求其服務主流時具有部分公共服務廣播的精神，可能會逐漸增加其在本身市場中的地位，代表一種追求高品質媒體的主要傾向。

第三章  加拿大的多元族群傳播政策

第一節  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特色－上層規範理念

一、政策歷史背景

加拿大建國於1867年7月1 日，截至2004年底人口約有3300萬人，來自不同國家的移民族群數目超過200種，依加拿大統計局2001年人口普查資料統計，原住民包含北美印第安人（North American Indians）、米提人（Metis）和因紐特人（Inuit），約佔總人口4.5％，另外英裔（British Isles origins）居民佔33.6%、法裔（French origins）居民佔15.9％，有色少數族裔（Visible Minority）佔13.4％，現有華語人口超過100萬人，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多族群國家，各界習以「民族彩繪玻璃」（Ethnic Mosaic）稱之。據調查，加拿大最早的住民是從亞洲渡過白令海峽（Bering Strait）而至的亞洲人，包含印第安人（Indians）和因紐特人（Inuit）。加拿大在16 世紀淪為法、英殖民地，後於英法七年戰爭後又被法國割讓給英國；17世紀時，法國人和英國人的相繼來到，同時也帶來他們的文化，法裔主要集中在魁北克（Quebec）、諾華施哥（Nova Scotia）及紐賓士城（New Brunswick）等地，英語文化是由英國人、愛爾蘭人、蘇格蘭人及美國人所共同構成，為加拿大的強勢文化族群。

在過去二百多年來，來到加拿大的移民絡繹不絕，為加拿大的政治、經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但移民來源國家各時期有所不同；早期在第二次世界以前，移民主要來自英國及歐洲地區，其後則來自非西方國家移民逐漸增多，並有凌駕之勢。因此，如何因應這些來自不同國家移民的語言、文化、宗教、生活等需求，便成為加拿大政府不得不面對及解決的問題，而隨著移民人數的增加，加拿大早期採行的同化移民政策，主張新移民應該整合於以英法文化為主的主流社會的態度與政策，不得不改弦更張，尤其當移居時間日久，移民在政治、經濟及社會等方面逐漸凝聚影響力時更加速其急迫性，多元文化主義政策的採行便應勢而生。

在1971年，聯邦政府宣布採行多元文化政策。此政策不僅承認了加拿大多重性的現實，似乎也轉變了早期試圖同化移民的嚐試。接受文化的多元性對所有加拿大人是一種挑戰，但是同時也鼓舞他們完全且平等地參與加拿大社會。許多因素影響多元文化政策的引介，最重要的是，它必須是反映時代的產物。1960年代中期，加拿大正逐漸為英語及法語關係所困擾，政府當時任命了一個皇室委員會（Royal Commission）進行研究並提出對此重要問題的解決方案，委員會針對雙語政策（Bilingualism）及雙文化政策（Biculturalism）在加拿大全境舉辦了多場的公聽會，聽到了許多不只是英法雙語關係的意見。每一地區的族群發言代表認為舊有的同化政策不僅不公平而且失敗。他們也告訴委員會成員，移民們以及他們的子女們與其他加拿大人並肩經歷了大蕭條時代，犧性了子女奉獻國家投身戰爭，現在他們享受加拿大經濟復甦及本身努力工作所帶來的利益，或許他們不是英裔或法裔，但是他們聲稱自己決不亞於作為一個加拿大人，不應該被排除在公共討論之外。他們催促政府應該趕快採行讓市民得以參與廣大社會的新模式，提出要求公眾接受文化差異性及支持文化多元性為基礎，作為發展加拿大認同（Canadian Identity）的籃圖。不同於美國所採用的融爐（melting pot）模式，他們傾向文化馬賽克（cultural mosaic）的觀念－獨特的個體組成緊密的群體，他們認為種族差異並不會破壞加拿大的一致性，而這就是加拿大特性。

令人驚訝的是，委員會似乎同意這樣的觀點，他們在向政府提交的報告中，全面的建議政府要認知文化多元性的價值，而且鼓勵加拿大人在政策及方案設計上反映出這種多元性。它所宣告的政策是一種在雙語架構下的多元文化政策，贊同以英語及法語作為加拿大的官方語言，但是也同時宣稱族群多元主義是加拿大的正面特質，值得維護及發展。許多省分都遵從聯邦政府的指導，在其管轄區域內推動多元文化主義。在1988年，加拿大多元文化法（Multiculturalism Act）立法通過，成為加拿大多元文政策正式的法制工具。

然而，並不是所有加拿大人都支持多元文化主義。例如，說英語的加拿大地區，有些人擔憂多元文化主義會分裂而不是促成加拿大的團結，其他人則害怕多元文化主義將會侵蝕加拿大英語地區豐富的大不列顛傳統，在魁北克，許多抗議者認為多元文化主義是設計用來破壞魁北克民族主義，指稱是渥太華藉由實行多元文化主義，將魁北克與其他族群等同看待以阻礙魁北克人民的志向。但是，許多人，尤其是英語都會區，都支持這樣的政策，認為此時正是認知加拿大生活實情就是多元性的適當時機。當多元文化政策在1971年宣告時，加拿大的族群版塊，歐洲後裔佔有極大優勢，然而，隨著從發展中國家人民移民到加拿大的逐年增加，多元文化政策面臨必須處理現有有色少數族群（Visible Minority）關心的事務，這些新產生的社區較不關心其文化資產（Heritage）是否在加拿大受到承認，他們期待多元文化政策，並不是基於對文化豐富性的支持，而是認為其有助於消除民族歧視與偏見。他們想要能確保工作、居住及教育的平等。

加拿大政府確實有所回應，而不是對於這種以文化為基礎的方案置之不理，這些方案在多元文政策推動的前期佔有重要的地位，解決了新族群關注的許多重要的議題。在1981年，負責多元文化政策的聯邦政府官員設立了一個單位致力於加拿大的種族關係，後來種族關係更擴張成為多元文政策關注的焦點；許多省分及大都會地區也在其管轄區內跟進，主要是教育、政策、社會服務及人權的保護等方面。在魁北克，推動多元文化主義儘管是困難的，但省政府目前也發展出自己的方案，來反應新種族及新族群存在的實情。這些方案在許多方面都與其他省份及聯邦政府的方案相似。今日，聯邦政府的許多方案是將重點放在制度的改革、種族關係及市民整合及參與等問題上，聯邦政府這些有關多元文化政策的推動要花費加拿大人民每人每年一元的加幣（每年約3,000萬元加幣）。現今，加拿大的多元性是由廣泛的法律與制度架構而成的，在聯邦層級，包含了加拿大權利與自由憲章、加拿大人權法、平等就業法、官方語言法、平等工資法及多元文化法；在省及領地方面，也有法律、人權委員會及相關方案來促進多元性。最重要的，加拿大以簽署加入國際人權宣言、經濟社會及人權國際公約等許多國際公約來強化其對於多元性的承諾。
二、演進歷程

多元文化主義的實行本身存在著互相辨證的關係，同時存在著一種矛盾，這種矛盾就是，如果多元文化主義是一種解決種族多元性的方法，那它要解決的問題何在？究竟是要創造一個為多元性而活的社會（safe for diversity）？或是一個在多元性中存活的社會（safe from diversity），太多元容易引起社會的不穩定，甚至造成分裂的狀況，而太不多元，容易形成一種單一尺寸適用所有人（one size fits all）的壓制與標準化的社會，所以，實行多元文化主義的挑戰在於如何建立一個政治與社會架構，鼓勵一種有差異但平等的多元性能夠產生，同時在過程中不損及國家團結及社會凝聚。多元文化主義的實行被證實是一種解決異族共同生活謎題的方法，然而以支持多元文化主義作為原則或方案實行者而言，其在定義、特質及應用上，仍然不具共識。

在概念建構上，多元文化主義並不是一種靜態，用馬賽克稱之亦不適當，較適切的隱喻是「萬花筒」（Kaleidoscope），強調的是組成要素的重新結合成為一種新結構，其依據的是轉變的運氣。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義是用一套政策與方案來整合少數族群成為社會的組成架構，然而同時兼顧到有關團結、認同與社會秩序等國家利益。在多元文化主義的推動上，是要建立一種架構，透過消除歧視性的機構（文化及結構）障礙，讓少數族群能夠平等且完整的參與社會，創造一種文化空間（cultural space）確認少數族群的權利是平等但是有差異的（依據不同特定環境與結果），同時瞭解差異是一種認知、激勵與關係的基礎，還有，要促進一種社會與文化氣氛，讓多元性的推動不致引起社會不安及動盪。如此，多元文化主義就可以藉由推移社會創造空間，而不至於喪失社會核心的互動關聯性，讓社會為多元性而活，同時在多元性中存活。

為了進一步瞭解多元文化主義在加拿大的實務性概念，我們將先從以下幾個經常爭辯的問題談起：

1. 多元文化主義是強調差異性或是相似性？多元文化社會是一種強調承認族群文化的差異性，既使這種承認最後為導致相對獨立的族群飛地（enclave）產生而凌駕他族群權利之上的社會嗎？還是一種不以族群差異作為特別對待的理由，以確保每個人都是價值平等而應平等對待，不管其種族或族群特性如何的社會？還是一種將文化差異視為一種應該混合為一桶的各色油漆，以成就一種新文化的社會？

2. 多元文化主義是有關多元性或是劣勢？多元文化社會是一種強調讚頌文化差異或是一種強調排除歧視障礙，確保那些經證實其差異處於劣勢的少數族群可以充分參與社會活動的社會？還是一種承認差異的多元性－一種供客戶挑選的族群文化自助餐－還是一種認同多元性作為少數族群培養歸屬感的方法？

3. 多元文化主義是一種具有人種意識或無人種觀念的平等？一種以族群文化差異作為在社會機構架構中公平與平等對待基礎的社會？或是否認族群文化差異是作為平等對特的基礎？認同多元性會增加排除差異性成為一種無關或低劣的危險嗎？假如差異性不是平等對待的基礎，那麼忽略劣勢會使得不平等凍結在現狀而永遠存在嗎？

4. 多元文化主義是有關文化空間或是機構內化？多元文化社會是一種經由賦予每個人都有權完整與平等的參與社會，不論其文化差異性而重新組成的社會？或是其核心是一種不容許少數族群保持特性來完整及平等參與社會？還是其核心是賦予文化差異性是一種認知、獎勵與關係的基礎？

5. 多元文化主義是有關普遍性或是獨特性？多元文化社會是一種支持自由多元主義原則，認為承擔責任、追求平等及熱愛自由的個人共通性比那些區別我們作為不同團體的差異性來得重要？還是一種在作為爭取權利與承諾基礎上，承認不同團體昀成員特性要比個人共通性重要的社會？

多元文化主義的批評者對於多元文化主義的誤解，通常是因為未能注意到其優勢與劣勢的同時性這個特質，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義是在二個層次上運作，首先，加拿大承認個人具有選擇文化認同的權利，只要這種加入族群聯盟的行為不會干預別人的自由，違反法律或觸犯核心價值，每個人都應被平等對待，不論其族群身分，每個人也因其族群特性有必要點予以差別對待而不會受到處罰，因此，文化差異被轉換成一種社會的不公平，而必須藉由政府干預（McLaren 1994; Hesse 1997）；其次，官方多元文化主義關注強化社會的功能，多元文化主義並不是設計來讚頌文化差異本身或是促進社會多元性，它也不支持那些以享有平行權力與集體權利，然而卻是隔離式社區的建造，它的目的是在創建一個凝聚的社會，將差異納入使之具有正當性，同時是社會整體的一部分，然而卻不會減損其相互關聯性或獨特性。多元性是在所有差異性都能獲得地位上的平等，得到相同的對待為基礎被承認，同時以遵守國家自稱的權利，來界定其可被允許的差異，以消除所有差異作為一種進步的力量，可以說是對多元文化主義的一種汅衊。然而，將族群特性成功的去政治化的確是多元文化主義可以獲得多數人支持的背後原因。

接著，我們要從政策層面開始探討：對於正式採用多元文化主義的國家來說，政策考量是核心工作。綜合了理想主義與自利心態，加拿大政府開始從事正式的策略，像是移民管控、管理族群關係、容納差異、整合少數文化族群團體進入主流社會。在推行多元文化主義上，有兩個政策層面予以區別：第一是包含提出一些議案試圖將多元文化理念轉變成正式的方案或實際工作，而這些實務工作承認多元性是有差異但平等的，另外還有建立一個新的象徵秩序，幫助掩蓋那些與現狀不一致的地方，而作為一個政治原則，政府有義務保護多元性，最低限度要防止歧視，最好的情況則是正面的提升及維護這些差異性，成為在建構社會工作中具有正當性及完整的一部分；其次，多元文化主義可以在許多更廣泛的政策架構中加以詮釋，而基於多元性考量的許多方案的實行與設計也可以藉此取得正當性，而不用害怕引起所謂暗中實行社會主義或文化隔離政策的批評，這些架構或許沒明確的關聯性，然而，的確提供了一些基礎性議題，正當化了那些特定決策。

多元文化政策從1971年開始正式實行以來，已成為重要國家認同的一部分，同時改變了加拿大如何看待自己以及與世界的關係，多元文化政策成為調和加拿大多數人接受少數參與的這種共識的工具，多元文化政策並不是用來揭露加拿大社會的文化層面與結構，而是調整人民的想法與行為，希望重新定義所有加拿大人，而不論其族群身分，也就是在探尋整合性的社會建構功能。

分析自1971年以來的實行結果，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可以大略分為三個階段：族群特性時期（ethnicity）、平等時期（equity）、公民時期（civic）。

1. 族群特性時期（ethnicity）（1971-）：

在正式推動多元文化政策之前，加拿大社會是以英語與法語文化佔優勢，宗教與文化差異只能存在於私人領域，公開實行是不被允許的，而且認為是分裂的危險行為，順服於主流文化是促進加拿大團結及繁榮所必須的，任何偏離上帝、國王及帝國的舉止都被視為是與國家利益不相容。然而這種順服的國家共識在先有歐洲移民，後有發展中國家移民來到加拿大之後，已開始瓦解，政府為了整合新移民及促進社會和諧，也開始試圖調整既存的加拿大觀念以符合新的社會情勢，1947年公民法（citizenship Act）的通過，顯示加拿大人民想要脫離英國殖民身分的意願，這也逼得加拿大民必須重新思考加拿大的特質以及逐漸增加的其他族群在加拿大的地位，對於要求承認多元性、平等需求、保護弱勢的義務的呼籲也應運而生，加上魁北克民族主義的寧靜革命，使得創造新的象微秩序的需求更加強化，採用多元文化主義承認少數族群在加拿大的身分，據推測是為了平衡與中立加拿大過度重視的雙文化政策，而採用一種以追求平等個人的多元文化馬賽克及雙官方語言政策作為新的國家團結策略，那是一種折衷策略，藉由確認其他在加拿大的族群對豐富加拿文化的貢獻，試圖將英法緊張的族群對立關係化解，該政策於1971年10月8日由自由黨政府總理Peirre Elliott Trudeau於國會宣布，獲得了不分朝野的支持，同意在調整英法兩邊的文化對立態度往多元文化的新主流中間靠攏。它所揭示的多元文化主義的四大原則是：（1）地位平等：加拿大沒有所謂官方文化，所有文化對其他文化而言都是平等的；（2）加拿大認同：多元性是加拿大認同的核心；（3）個人選擇：個人有能力選擇生活方式與文化特質是社會的正面因素；（4）個人權利的保護：免於排除平等與參與的歧視。為了將這些原則加以落實為具體工作，政府也提出了以下的方案：
（1）資源提供：協助各種弱勢文化團體致力發展能力，對加拿大文化做出貢獻。

（2）協助文化團體成員克服文化障礙，使之能完全參與加拿大社會。

（3）在國家團結利益下，促進各文化團體間的創意交流。

（4）繼續協助移民學會一種加拿大官方語言，以便於能完全參與加拿大社會。

很顯然地，它並不是特別著重在文化保護，而是強調持續的促進關聯性、文化交流及個人的選擇自由。

2. 平等時期：（1981-）

一開始，政府採取方案來保護不同的文化認同，同時透過去除文化偏見與歧視的行為，改變主流態度。而對少數族群而言，讚美其文化差異遠不如幫他排除那些阻礙他工作或參與社會的種族障礙，因為弱勢經常與差異性產生關聯性，因而多元文化政策關心的焦點就從早期的族群特性及文化差異，轉移到平等、社會正義、機構內化等問題，而致力於排除在機構階層的歧視障礙，這時的政府資助方向也轉移到實用的目標上，而不是用來舉辦一些族群文化活動，以93/94年而言，聯邦政府的多元文化經費總共是2550萬，其中1330萬就用於社區支持及參與（協助新移民定居），650萬用於公共教育與反種族歧視，550萬用於宣導文化資產及語言的原則。而在1985年制定的權利與自由憲章，更進一步的加深多元文化作為加拿大生活的特質，將國家決策提升到憲政層級，同時強化多元文化權是一種在加拿大生活的權利，即有權選擇不同文化，而同時被平等對待。1988年通過的多元文化法，則集結前面十幾年實施的經驗，期望經由保護與強化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義，來提升各種文化，降低歧視，加速機構內化，規定聯邦機構必須以一種與加拿大多元文特質一致的方式來處理多元性，聯邦機構必須以族群為基礎來加速整合加拿大人民，而不是依據地理或功能的基礎。

3. 公民時期（1990-）：

公民多元文化主義是社會建構導向的，它強調一種共享的公民資格（或身分）概念，目標在促進歸屬感及共享的國家認同感，在不拋棄那種豐富國家文化內涵下促進國家團結。政策目標包含一種對社會正義、新興的加拿大認同、公民資料、國家團結及逐漸增加社會參與等社會建構目標的承諾，強調的是內化與整合，在這個層級上具有許多不同的觀點，包含整合不同的文化成為一種獨特的加拿大認同，或是排除那些妨礙納入所有加拿大人成為公民文化的歧視障礙，或是整合少數族群成為一種共享的公民文化，依據那種不是由早期優勢族群建立的條件。根據多元文化部長的說法，公民多元文化主義就是要打破多元文化主義的隔離（ghettoization），然而其所需面對挑戰則是經濟的現實，繫於相關的社會正義政策能否被輕鬆地置於經濟議題之內。簡而言之，多元文化主義政策是一種複雜且爭論的政策，必須配合政治及社會變遷調整，也就是對文化多元性的承諾依舊，但是方法必須改變。就像加拿大的例子，焦點從族群特性，到平等權，再到公民面向。

多元文化政策各階段重要面向比較簡表

	
	族群特性時期（1970’）
	平等時期（1980’）
	公民時期（1990’）

	焦點
	讚頌差異性
	管理多元性
	建設性的承諾

	參考點：
	文化
	結構
	社會建構

	任務：
	族群特性
	種族關係
	公民資格

	範圍：
	個人調適
	適應
	參與

	問題來源：
	偏見
	系統性歧視
	排斥

	解決方法
	文化感知力
	僱用平等
	內化

	重要隱喻
	馬賽克
	平等的遊戲場域
	歸屬


三、政策特色

（1） 政策理論演進是從歧視排斥，過渡到雙元，再演進多元文化政策：加拿大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初期的族群政策是以同化政策為主，相關的公共政策與制度設計，均未針對境內族群語言、文化、生活適應等需求做差異性的平等安排，使得少數族群，傾向於接受主流社會的價值觀而漠視本身的文化認同，隨著1960年代「多元文化主義」觀念的出現與內涵論述，其較原實行的英法雙元文化政策更為廣闊與包容。首先，多元文化主義是表現在對英法族裔的地位和基本權益的保障上，後來才擴及到加拿大所有的有色少數族群上，確保所有生活在加拿大的各種族群都能完全參與社會，同時保留其對本身文化的認同，就如聯邦政府於採行多元文化主義政策時所揭示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的三個信念就是：認同、公民參與與社會正義。

（2） 完整的多元文化法制體系：早期加拿大為推動多元文化政策，統一事權及資源，曾短暫設立多元文化部專責該項業務，目前則屬於於文化資產部業務。依據「加拿大多元文化法」規定，主管部長應整體的協調責任，與其他部長諮商，鼓勵及開創一種協調方式，以實行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並得採取自認為適當而有助於加拿大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實行的措施，而不受前述一般責任的限制。目前，有關多元文化相關法制建置情形，在憲法層次上具有「加拿大自由人權憲章」，以保障加拿大各族裔不受歧視並得於受侵犯時請求排除之；在法律層次上，尚包含「公民身分法」（The Citizenship Act）、「加拿大人權法（The Canadian Human Rights Act）」、「平等就業法」、「官方語言法」、「平等工資法」及「多元文化法」，保障每一個體，在遵從其作為社會成員一份子的責任與義務情況下，其在能力範圍內追求可欲生活的機會與其他個體是平等的。而為了保障加拿大人在人權法中所揭櫫的平等機會，並成立加拿大人權委員會以犞正補救任何遭剝奪的歧視，包含來自種族、族群出身或膚色的歧視；而在省及及領地部分，也有省法律、人權委員會及相關方案來促進多元性；此外，加拿大還以簽署「消除任何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作為各該公約的成員，肯認所有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有權受法律保障對抗任何歧視及任何煽動歧視的行為，並保障任何種族、宗教、語言的少數族群不應該被剝奪享有本身文化、信奉及踐行本身宗教與使用族群語言的權利。
第二節  族群傳播政策

一、傳播體系概況

地理環境與人口結構一直是影響加拿大廣播電視等媒體體系的重要因素。從20世紀以來，加拿大的廣播系統已經遭遇許多的挑戰，在廣大的領土以及相對稀少得多的人口密度環境中發展媒體，持續的影響著加拿大的媒體產業與政策。除了需要克服經濟的困境，廣播電視媒體在文化上還肩負責著維護加拿大文化獨特性及強化國家認同的神聖使命，在結構上，加拿大廣播系統係一個公共廣播與商業廣播並存共構的雙元系統。

現行加拿大廣播（電視）體系係以加拿大廣播電視暨通訊委員會（The Canadian Radio-televis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CRTC）作為主管機關，主要是訂定規範並管理加拿大廣播及電信事業，其設立於1968年，組織法源是加拿大廣播電視暨通訊委員會法（Canadian Radio-televis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Act），是一個獨立的政府機關，由至多13位全職委員及至多6位兼職委員所組成，委員們全數由總督（Governor in Council）認命並指定1名全職委員為主席、2名全職委員為副主席（分別負責廣播、電信通訊事業），任期五年；原則上，從事廣播事業、在電信事業有金錢或財產利益，或通訊設備的製造或銷售者不得擔任委員，委員會職員及官員根據公共服務任用法（Public Service Employment Act）任用，目前約有400位職員，其權力行使範圍則散見於廣播法、電信法及加拿大貝爾法（Bell Canada Act），其成立的原因主要是希望透過獨立的專業行政機構的成立，避免廣播事業受到政治因素的過度干擾，但是又能在政府政策指導（keep at arm’s length）下達成廣播事業的目的，即避免過度依賴美國的文化輸出並透過廣播向加拿大人民啟發其國家認同，並在兼顧文化、社會及產業經濟的目標下，讓加拿大人民都能廣泛的接收到高品質的廣播、電視節目，確保廣播系統能反映加拿大的多元文化特性及原住民的特殊價值。該委員會主要是透過加拿大文化資產部部長（Minister of Canadian Heritage）每年向國會提出報告，並向國會負責。

有關加拿大廣播電視暨通訊委員會之職權及接受政策之情形，其在廣播法之相關規定為：委員會得經常發布有關管轄範圍內的相關指導方針（direction）及聲明（public notice）；總督得以命令的形式對委員會發布有關廣播政策及法規政策目標的指令，但不得針對特定執照的核發、更新、撤銷及廢止等事項；文化資產部部長在總督發布指令前，得徵詢委員會之意見；至於其他在管理廣播事業上的一般職權規定為：

1. 執照：包含設立執照等級、核發執照（一般不超過7年）、附加執照條件、暫停或廢止執照。

2. 要求廣播事業與電信事業訂約運用其設施載送節目到家戶時，要取得委員會的同意。

3. 要求傳輸事業優先載送廣播節目的優先性，及委員會認為適當情形下，要求載送特別的委員會節目。

4. 委員會認為適當情形下，得發布命令（order），免除任何傳送各種等級廣播事業節目的人有關本部分及其相關規定的所有要求，如果它認為遵守這些要求在實質上並無法達成本法所訂定的廣播政策目標。

5. 訂定規章（regulations）：

（1） 關於加拿大節目（Canadian Program）播放比例。 

（2） 規定加拿大節目的組成要素。

（3） 關於為達成廣播政策目標相關的節目標準及廣播時段的分配。

（4） 關於廣告的性質及廣播時間內可以播放的廣告數量。

（5） 關於節目時段可以播放政黨政治性質的比例以及基於公平原則提供各政黨及候選人的時間分配。

（6） 規定節目供應事業作為聯播網部分節目的條件及聯播節目播送的條件；以及關於保留作為聯播節目的播送時間。

（7） 關於傳輸事業載送國外或其他節目的規定。

（8） 關於解決傳輸事業及節目供應事業，因載送節目所引起爭議的解決規定。

（9） 關於領用執照者提送委員會相關節目、及財務或其他規章所訂有關管理營運的事項。

（10） 關於委員會要求的有關記錄與帳冊的審計或監督事項。

（11） 其他委員會認為與達成廣播政策目標上必須之事項。

6. 有關執照費的規章（Regulations respecting licence fees）：

（1） 在財政理事會（Treasury Board）的同意下，建立領用執照者執照費的分級、費率及其繳款方式、期程。

（2） 過於過期執照費的繳費利率。
（3） 其他相關執照費必須之事項。
（4） 執照費不適用於CBC或其他代表皇室載送節目的領用廣播執照者。
7. 其他一般權力，還包括相關的詢問權、研究（可以從事、贊助、推廣或協助相關的研究工作，並得運用有關技術。經濟、統計的資訊，及聽取CBC或政府相關部門、機構的建議）、技術事項的審議（提供建議給部長）、在總督要求下及本法要求下辦理相關公聽會及製作報告。

8. 委員會在本法授予的管轄權範圍內決定一切有關事實或法律的問題。

9. 除其他另有規定外，以下情形應舉辦公聽會：

（1） 執照的核發、暫停及廢止。

（2） 有關包含加拿大節目目標訂定等廣播事業續效目標的建立。

（3） 發布強制命令要求業者遵守、禁止與停止從事違反相關法律、規章、要求及執照條件等行為。

二、傳播政策發展歷程

加拿大的廣播體系發展，依照管制程度、產業結構、技術發展及政策內容來劃分，約可分為五個階段：

1.朝聯邦干預時期（1905-1932）：

此時期，加拿大的經濟由於外國人投資而穩定成長，英國利益逐步消退同時，美國利益逐漸強勢，並逐漸控制了加拿大的經濟，由於經濟長期受到外國的宰制，激起了加國民族主義者的強烈反彈，廣播很快地被認為是一種有效建構國家的工具，然而一開始，收音機廣播仍然是商業性的。加拿大政府首度介入收音機廣播領域要回溯到1905年無線電報法（The radiotelegraph Act），1913年修正無線電報法則賦予加拿大政府核發無線電波執照的國家權力，廣播自始才與其他自然資源一樣被視為是公共財產，到了1920年代末期，廣播電台已普遍出現在加拿大各省。1923年修正無線電報法規定往後只有英裔人民才能擁有廣播執照，加拿大廣播一開始仍然必須面對外國競爭壓力或整合成為美國廣播系統的一部分，因為加拿大政府只有權力核發執照及管理電波的權限，廣播內容仍然不受限制，所以導致了加拿大英語區電台大量播放美國節目，因此，加拿大內容的廣播就成為民族主義者與商業電台主張言論自由者一直爭議不休的話題。1928年，由於海事及漁業處拒絕換照給那些屬於國際聖經學生協會的廣播電台，引起廣播制度究竟應採哪一種模式方面的爭議，加拿大政府便成立了一個皇室收音機廣播委員會來調查瞭解加拿大自治領廣播情形，並提出相關行政、管理、控制及財務等方面的建議。

皇家收音機廣播委員會在研究過英美的廣播制度，並到訪美國NBC、英國BBC、歐洲大陸及加拿大九省的省政府，詢問有關廣播制度的建議，並針對經營方式分別詢問相關的團體及個人，得出三種結果：（1）廣播及其他私人商業活動的機構要求維持私人企業的價值；（2）教育家及民族主義者要求採取公共服務途徑；（3）法裔加拿大團體要求承認其特殊的文化需求。Aird皇家收音機廣播委員會於1929年9月11日提出報告，表示加拿大廣播聽眾一致要求一個加拿大為主要內容的廣播是這次重要的共識，絕大多數的機構也都贊成一個以公共服務為基礎的廣播制度，該報告具體主張在加拿大全境設立一系列高功率廣播電台，用補償方式徵收現存的私人廣播電台及設備，整合到新的廣播體系內或結束其營運，有關財務規劃則建議對使用者收取執照費、間接的廣告收入及政府補助等三種方式作為其收益。其主要的建議是：廣播應該植基於公共服務之上，提供此種廣播服務的電台應該由一個國家公司所持有及經營，省當局對於管轄所在的電台節目具有完整的控制權限。在當時，強烈的民族主義氣氛漫布於全加拿大，該委員會的報告讓全加拿大民眾感覺要抗衡美國在無線電波的優勢，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是國家公共企業。然而，私人企業的遊說力量也不容小覷，在報告一個月後，股票市場持續下跌，經濟不振，同時憲政管轄權的問題也必須獲得解決才得以使這項廣播建制工作繼續推行，報紙上天天上演著公部門對私部門的論戰。由於私人企業一直鼓動反對Aird報告，加上聯邦選舉迫近，廣播法案遲遲不見蹤影，1930年7 月28日選舉結束，自由黨挫敗，新的保守黨政府也未立即處理廣播問題，而從加拿大國家擋案局中與該委員會報告有關的立法的補充說明文件中可以看出稍後的可能發展，它的要旨是，草案主要是根據委員會的建議，但一個重要的修正是：從渥太華在出資比例上佔優勢的立場，省的代表將改由副省長提名，由總督任命。在這波意識型態遊說攻防上特別要提到是加拿大收音機聯盟（Canadian Broadcasting League），在加拿大宿有公共廣播之父之稱的Graham Spry帶領加拿大收音機聯盟，聯合其他法裔加拿大團體成員、教育、勞工、婦女及農民等團體組成一個有系統，擴及各階層的遊說團在這場論戰中努力遊說國會議員，要求人民在國家與美國之間能夠有一個明智的選擇，Spry無疑是加拿大中揭櫫廣播應具有社會觀念的先驅，他認為媒體必須保有部分公共廣播型式，才能確保表現自由，其發起公共廣播運動的兩個主要理由，一個是藉以發展國家團結，另一個就是要帶動新意見運動，使得那些社會團體，如貿易工會、農民協會等都能藉由使用收音機而獲得支持發展，而公共廣播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維護「自由的天空」，只要是私人擁有或經營的廣播，少數族群的意見就會受到排擠。1932年加拿大廣播法通過，設立了加拿大收音機廣播委員會（Canadian Radio Broadcasting Commission, CRBC），授予其決定廣播電台區位及數量的權力，同時賦予設立國家廣播服務的任務，民營廣播電台只能經營區域性電台，而不能經營全國性電台，該法同時授權國家可以徵收民營電台。CRBC不僅意圖將收音廣播納為加拿大人所有，還希望將該體系變成公營電台獨佔，當時CRBC的資金來源是執照費及公共補貼，這也使得它必須依賴國會。

2.公共廣播的黃金時代（1932-58）：

在1958年廣播法改革前，加拿大的收音機廣播市場原則上是由聯邦政府控制著，然而歷經經濟大蕭條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使得依賴出口的加拿大經濟體質，更加依賴美國資本及市場，事實上美加二國的經濟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已更加整合了，而在廣播產業方面，加拿大的商業收音機廣播電台在Aird委員會報告的政策變相鼓舞下，脫離了國家任務的束縛，CRBC在面對財政來源不穩定情況下，無可避免地紛紛爭取商業廣告藉以維持，因此，從一開始國家廣播就以一種商業與民族主義的妥協狀態存在。在CRBC剛開始成立時，被自由主義者批評是政黨組織，在某方面更是執政黨的工具，立場不公，只是一個補助私人廣播的工具，同時其規範對於廣播自由是一種威脅，如果加拿大想要加拿大人的公共意見空間，必須要有最好及適當財政來源的國家廣播體系，由獨立組織管理，不受政治及商業影響，能夠擁有最大程度的容忍性及自由。1936年加拿大國家廣播公司（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CBC）成立，肩負起「建立國家廣播服務」與「控制整體廣播體系」的二大任務。當CBC開始運作之初，在一些問題上的辯證也開始塑造CBC未來的走向，而這些問題在往後的歷史中也重複的出現，那就是：政治人物與技術官僚競爭控制該制度（獨缺民眾的參與）；公共廣播在整個廣播體系的定位，是作為一種要素還是獨占；公共服務廣播應該是商業視聽大眾節目的非主流選擇嗎；以及如何維持加拿大社會組成份子的自主性及國家整體的平衡。在這段時期，針對國家廣播相對於社區廣播，及如何建立國家電台與社區電台間的夥伴關係，CBC解決的途徑是把公共廣播服務定位在國家範圍，地區或社區電台服務是屬於私人領域的；儘管在節目定位上及與民營商業廣播競逐廣告的行為有所爭議，CBC作為一個獨立的公共廣播公司，不受政府干預的形象在1938年已經確立（Marc Raboy,1990）。

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儘管國會多次成立委員會討論CBC的相關問題，如與政府之間的關係、戰時言論管制、政治廣告播送、與私人廣播的區別以及CBC作為法規的制定者角色等問題，遭受保守派政黨及私人廣播業者多所質疑，但由於國會、公眾及社會行動團體等的支持，CBC的地位一直都屹立不搖。在這一段期間，民營廣播業者仍一直努力爭取擴張廣播範圍，其爭取最激烈的是在1946年的國會委員會，代表民營廣播業者的加拿大廣播業者協會（Canadian Association of Broadcasters, CAB）在經過幾次的爭取失敗，此次將民營廣播定位在一種獨立的社區廣播電台體系，俾與政府擁有的國家廣播體系有所區隔，同時採取迴避與公眾持有對立的私人持有論述，並聲稱社會稟性是傾向民營體系的，以社區為表徵，社區廣播可以提供地方聲音，透過競爭來激勵國家廣播體系，同時保障了言論自由的民主要素。民營廣播業者的壓力在1947年到達頂峰，主要是質疑CBC同時作為經營者及法規主管者的角色，現行的法規由於操控於同為競爭對手之一，已導致加拿大廣播成為一種補助的競爭，因此要求應該修法保障廣播言論自由，同時成立一獨立組織主管執照核發及法規，直接向國會負責。這次，國會仍然維持其一貫的政策，並沒有應允任何改變，同時主管部長稍後曾於國會表示，不管在本國或其他國家，對於爭逐利益的私人來說，收音廣播經營權力的授予可以說是一種很大的獎賞，私人經常爭取更多的自由以獲取利益，同時利用他們已獲得授權經營的頻道來剝削大眾。

為了履行國家廣播任務，擴張廣播範圍，及在財源限制情況下，CBC核發了許多商業廣播執照，這些商業廣播電台大多數都加入CBC作為聯盟電台，由CBC免費提供節目，他們則保留部分時段供CBC聯播網節目之用，同時藉由廣告收益，財政逐漸穩定並發展出相關的技術及人才，而CBC財政則日漸捉襟見肘，經費很快已不敷節目製作成本之用。此時，在廣播法規定的加拿大廣播系統主要目的，在當時幾乎是難以實現的，從Vincent Massey主持的皇家藝術、文學及科學發展委員會在1951年，及由Robert Fowler主持的皇家廣播委員會在1957年所提出的二份報告中，可以很明顯的看出，對於容許商業廣播電台存在但無法整合使之為廣泛的國家目標服務，又無法明確闡明公民營廣播間的關係，使得商業廣播電台成為加拿大廣播體系發展的隱憂之一。由於Massey報告同時建議加拿大在CBC開辦電視台三年後應該全面予以檢視，1955年12月2日，加拿大政府就指派了一個由Robert M. Fowler領軍的皇室委員會進行調查，其主要的任務就是瞭解在廣播體系中公、民營廣播的適當關係及如何管理廣播體系，而聯邦政府關心的則是支持這樣長期的電視政策所需的經費。

1958年保守黨少數政府執政，修正通過廣播法，允許私人電台也可以經營全國聯播網，但限定只有加拿大人及依加拿大聯邦或省法律成立的公司才可以申請擁有執照，同時另外成立一個獨立機構－廣播董事會（the Board of Broadcast Governors, BBG）來執行法規及核發執照工作，自此，CBC與一般民營廣播事業處於同等地位，CBC與 BBG二者同時要透過主管部長向國會報告。1958年廣播法通過之後，民營廣播事業逐漸蓬勃發展，加拿大單元的廣播體系，自此一分為二－民營與公營並立，廣播結構及市場也邁向另一個階段。

3.商業廣播萌芽時期（1958-1968）：

1960年代，CBC在公共事務節目性質以及有關近用管道、代表性、平衡及公平等問題一直是朝野主要的辯論焦點。在此時，國會委員會也開始重視CBC是否受到政府干預的獨立性問題，經過檢視發現CBC的行政架構過於薄弱必須全面翻修，並認為該公司的責任及權力缺乏明確的定義，從CBC當時所處的環境可以看出，CBC其實有五個潛在的老闆：包括本身的董事會（負責行政決策）、BBG（負責廣播法規及執照）、國會廣播委員會（負責檢視政策執行成效）、國會（負責撥款）及政府（董事會人事）。因此，在當時，除了依賴明文的公共服務原則及公眾信託立場運作外，CBC還必須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度。在這期間，BBG所關心的是民營廣播業者的財務狀況，並認為有義務保護民營廣播電台的財政發展，然而卻沒有提出對民營業者節目的相關規範，至於公營廣播事業受到商業利益腐蝕以及政府機構干預公營廣播事務的情況，同樣也被漠視。

民營電視業者與CBC的定位及責任分工等問題也在這個時期開始產生，由Glassco所帶領的政府組織委員會，於1961年發表有關CBC的調查報告就提出，由於CBC過去長期自己解釋法令，並以自己認為適當的方式來提供廣播法所揭示的國家廣播服務，已讓問題變得複雜，最遺憾的是目前沒有建立一個政策指導機制，允許政府提供政策指導，同時也沒有釐清CBC的法定權限與BBG權力之間的關係，使得CBC的目標一直是模糊的；而倡導公共廣播制度不遺餘力的加拿大廣播聯盟，也於於報上撰文批評，痛陳加拿大的廣播節目多為美國娛樂工業所提供，加拿大人已變成是美國電視廣告市場的一部分，包含其結構、目的及節目內容，已不是原來設計的加拿大廣播制度，而變成是一種商業為主，公共為輔的廣播制度；另外，John O’Brien在1964年發表一篇論文研究加拿大廣播制度的起源，也提到加拿大人在1920到30年代形成的那一股對於加拿大廣播制度的共識已不復存在，這種態度到了1960年代已經轉變為：CBC可由完全商業的制度所取代，以商業的手法經營，製作一些具有加拿大特色的節目在由政府廣播機構經營的商業電視台播放，傳播學者Thomas更指出，加拿大之前所指派的許多皇室委員會都試圖在市場力量超越公眾力量時恢復其平衡，然而政府採取的措施卻是向市場力量發展的，Thomas並建議公眾應該在市場及觀眾互動邁向均衡狀態時，發揮反制的力量，讓觀眾更有責任感，讓曾經存在廣播制度中的公眾價值再重新佔有優勢，並要透過節目讓觀眾與廣播的關係更明確，藉以控制及服務市場利益，同時要繼續探尋聯結公眾與廣播關係的各種方式。

在1960年代持續爭議的另一件事是有關有線電視系統是否納入廣播法規範的議題，在當時有線電視系統已經有332家營運，同時可傳送的家戶高達20萬戶，成為公營廣播在政策目的上，民營業者在經濟基礎上的威脅，及政府在文化主權維護上的隱憂，1964年5月，由BBG與運輸部聯合提出的報告中就建議，可以透過擴張廣播法所賦予BBG的宗旨及目的，將供給有線電視節目的商業廣播接收電台及地面電台納入聯邦掌控之下，來解決是否由省政府分享管轄權之爭議，BBG就可以基於為維護各種不同廣播服務接收中一致的公共利益，訂定規章來管理有線系統； 1964年7月，當時的運輸部部長Pickersgill（當時有線電視系統是屬於運輸部權責範圍，廣播是國務秘書處主管）說明政府在有線電視的政策目的有二點：第一是監督有線系統設備的所有權不會落入外國人手中；第二是確保有線系統不會損及既有電視台的財政。1968年廣播法修正，有線企業被定義為「廣播接收事業」，有線電視開始被納入法規當局管轄範圍。

為了解決南方夥伴－美國文化的入侵問題，加拿大於1967年由於國務秘書處提出了強力具統整性的聯邦文化政策，聯合全國性文化機構（包含CBC，BBG，國家電影理事會，國家博物館，國家美術館，國家圖書館及公共檔案資料館等）來動員那些處於社會邊緣的文化孤立者，同時要建立文化事務的委員會統一指揮所有的聯邦文化機構，領頭的角色就落在CBC身上，除了認同CBC是加拿大在此歷史重要時刻的核心機構，並明確要求CBC擔任起形塑加拿大認同，反應重要的英法雙元文化，促進對國家的瞭解、調和及團結，並且標定這是最重要的任務。這是加拿大政府首次對於CBC在文化及本質的任務上如此明確的說明，雖然當時對於加拿大廣播整體架構還存在許多問題，有關公營與民營關係、公眾在廣播的地位等問題也還需廣泛探討，但是至少已確保了一個由國家支持，定位明確、角色清楚，經常性運作獨立自主，並能系統地接受政府上層決策指導的全國廣播電台。

在1964年當時，大多數的加拿大人大部分時間都是看（聽）商業廣播，而沒有收視（聽）公共廣播。Fowler委員會於1965年九月提送報告強調廣播公共政策的重要，認為廣播體系須受國家管制是無庸置疑，重點是在決定公共監督的形式及方法之前，應該先探討管制那些內容（What）以及執行管制的理由（why）；其次，該委員會則重新定位了「公共」與「私人」在廣播中的意義，指出有關民營廣播電視台有二層意義，「私人」是指那些由個人擁有電台設施，經營電台目的在追逐利益而言，「公共」則是指接受國家賦予特權經營廣播這項公共資產，應受公共管制，有責任為公眾服務，藉由將公共功能賦予私人廣播，委員會進一步重申加拿大廣播在公共服務義意下是一個單一的體系，並重新恢復公共廣播在整體廣播體系中的優勢地位，並主張公民營廣播利益衝突時，應該優先保護公共利益；另外，主張公眾對民營廣播及對公共廣播的控制同樣重要，表示整個廣播體系是一個公共體系，由公共資金挹注的部門與商業部門二種要素組成，是為單一的國家目的而服務；在管理機構方面，委員會認為BBG並沒有確實實踐Fowler委員會提議的法規方案，同時沒有扮演好協調的角色，促進廣播體系與其服務公眾之間的對話，並建議應該成立一個新的法規機構，致力發展協調政策，促使廣播體系與公共利益團體、公眾間的評論意見經常交流，同時，諮詢委員會還提到國會應該就整個廣播體系的目標有所定義，詳細規定CBC的任務與民營廣播的公共責任，賦予公共監督與管理機構責任，並在遵守目標評估與可責性的程序下放手讓他們去做，每年向國會常設的委員會報告，政府與國會都不應該在管理、財務及節目等細節方面予以干預；而在「教育廣播」的問題上，雖然從1946年開始，政策上就不准省政府持有廣播執照似乎是言之有理的，但委員會認為加拿大廣播發展至今，應該可以考慮提供一個空間給那些公共及私人以外的第三部門，核發執照給教育機構或社團法人，只要他們是獨立於省政府直接管控之下，即使所有權屬於省政府也沒有關係。

1966年7月4日加拿大政府發表了廣播白皮書，清楚地描述加拿大廣播政策的目的及重申加拿大廣播的傳統原則，主張廣播電視頻道（率）是公共財產，廣播體系是一個單元體系，由公民營两個部分組成，在單一獨立機構管制下運作。該白皮書提出許多廣播制度的公共功能，並認為應設定公共服務節目的最低標準，不論是公營或是民營，同時要求考慮區域性的廣播評議會，由具代表性的一般民眾為組成基礎，負責提供節目建議；對於社區天線電視體系，則主張納入全國廣播體系中，同時要求重組CBC並採行Fowler委員會所建議的五年制財政方式。1967年十月，國會提出廣播法修正案，期望建立一套法定的廣播政策，並將該政策的詮釋與執行指派給一個獨立的公共機構，同時希望矯正1958年廣播法過於重視節目權威的安排，斷絕國會經常性的介入廣播事務，強調國家廣播服務優位的必要，並建立國會、CBC及新管理機構（也就是後來的CRTC）之間的穩固關係；至於有線電視系統納入規範，則是藉由創造一個「廣播事業」的新名詞含括廣播與接收部門，而所有的廣播事業都是廣播體系的組成要素，所有相關的層面都應該受CRTC管制。

新的廣播法在1968年2月1日修正通過，並沒有大幅修改廣播架構，其主要的成就是意識型態上的，強化了公共性是廣播最終價值的理念，並將國家目的與廣播公共功能緊繫在一起，這種爭取國家團結的詮釋權，種下了日後渥太華與魁北克間不斷的爭執，一直延伸到1980年。

4.邁入通訊及自由競爭時期（1968-1980）

1968年廣播法設立了加拿大廣播電視委員會（Canadian Radio Television Commission, CRTC）取代BBG的工作，除了接管廣播所有權、核發執照、廣播電視節目外，還負責管理有線廣播業務。1969年五月，CRTC首度發表了對有線廣播事業的定位看法，認為有線廣播是廣播體系新增的一個面向，在於協助社區認同的發展，透過播送地方製作的節目及協助省政府等地方當局來提供教育服務，是一種社區方案，另於1970年四月發布有關有線執照申請的指導方針，要求有線電系統至少必須控留一個頻道來承載播送教育電視台節目。其他民營廣播傳送事業者對於有線電視也有微詞，認為加諸在傳送事業身上的國家廣播目的，也同樣應適用於廣播接收事業，也就是說，他們與CRTC所聲明的看法並不一致，他們視有線系統是一個競爭者而不是輔助者。因此，除了之前陸續產生於無線廣播（主要都是針對CBC）的問題－廣播管轄權應屬於那一個層級政府、法規管制的範圍、公營與民營的對立、國家目的、表現自由及管制－繼續存在外，又加入了新的廣播領域－有線系統、教育電視及衛星，另外還有聯邦政府及省政府的勢力擴張，包含法規管理機構如 CRTC、內閣層級的傳播部，及新的廣播機構如Telesat Canada與Canada-Quebec。

由一群分離主義團體在1970年所引發的十月危機，因為聯邦政府引用戰爭措施法（War Measures Act）禁止媒體播送該團體相關的聲明引起社會各界開始注意媒體與公眾生活的關係，特別是對媒體週邊環境的關注，包含非主流媒體填補主流媒體真空地帶－政治理念，出版自由、新聞專業、民眾知的權利及邊緣團體近用媒體等問題，FPJQ並要求立法規定每一個媒體企業都應該設立新聞決策管理評議會，由三方代表－媒體擁有者、專家及公眾代表共同組成，以避免媒體擁有者把持新聞內容，同時認為國家干預媒體是充滿著爭議，故主張在任何情況下國家都不應該擁有媒體，藉由「民眾有知的權利」觀念的提出，媒體從傳統的資訊傳播者（transmitter）地位，轉身成為資訊的接受者（receiver），再加上後來提出的「傳播的權利」（right to communicate）觀念，公眾進一步要求使用媒體的方法應該平等。

傳播部長所指定成立的Telecommission研究小組在1971年四月提出報告－Instant World，在法規評估方面，它建議重整現有的三個法規機構（共同載具、無線傳播技術及廣播），為了合理化對整個傳播體系的解釋，它將廣播視為是國家表現的工具，公共利益則是完全地經濟取向，強調大眾的消費層面；另外，該報告也提到了傳播在民主運用的可能性，即電子傳播可以改變傳統廣播單向媒體的角色，成為一種互動媒體，觀眾不再是一群被動無差異的團體，觀眾可以選擇收視的時間、傳播的內容同時還可以製作自己的節目，並把傳播權視為是一種基本人權；至於傳播管轄權，特別是有線系統管轄的問題，為了一勞永逸解決長期存在於魁北克與渥太華間的爭議，聯邦傳播部長在1973年發表了傳播政策綠皮書，該綠皮書首先同樣強調傳播政策一直是維持加拿大作為社會文化主體的重要性，發展到現在是國內衛星系統，但核心元素仍然是廣播體系，為了解決權限爭議，它提出雙層體系（Two-tier System），融合了聯邦及各省的觀點，而省內部的觀點將受省當局管理，它同時反應了科技並沒有將法律及規章的背景納入，並提議制定包含清楚介定國家法定目的的單一法律；至於廣播與有線電視系統承載功能的關係未能明確釐清，使得有線電視系統一方面可以提供廣播服務，需受CRTC管制，一方面又充當類似電子通信載具角色的問題，綠皮書也倡議需要一個統合的單位來同時管理這二個方面，使得技術與文化、硬體與軟體、廣播與電子通信、傳播管道與傳播內容、經濟與社會文化等方面都可以獲得平衡的觀照。

1974年CBC換照時，CRTC依慣例舉辦了相關公聽會聽取社會各界對CBC換照的意見，CBC首度遭到加拿大支持公共廣播人士的嚴厲批評，為後續CBC的發展有了重要的影響。批評者批評的內容主要是兩個部分：一是改善節目符合特定的需求（如地區與區域性、多元文化、原住民族、婦女及農民等），另一個是應該降低商業活動。由於CBC總裁在公聽會一開始聲明，在面對有線科技分眾效果時，為了維持觀眾群，CBC所採取的節目策略有三種方式，一種是完全商業化的，另一種是特殊少數族群，最後一種是不同的大眾取向，而只有最後一種是可為大眾接受同時符合法定任務的，可以促進國家團結且能受大眾喜愛，而這與CBC在Massey委員以前所採取的策略，在不同的時間服務不同社會區塊是有極大的差異，當時CBC的商業收益已高達營運經費的百分之二十，使得商業取向成為CBC最重要的節目政策考量，有人認為這是因為CBC缺乏獨特的節目價值體系（program philosophy），使得它容易受其他北美電視網所影響，加拿大電視及廣播藝人協會就表示，節目取向代表的是一種對廣播及公眾的態度，商業取向只是在乎利潤，並直言公共廣播應該要非廣告的，而且在長期上是對社會及公共利益有利的，只有加拿大廣告商不同意，認為減少商業活動對加拿大民眾、廣播業者及使用媒體作廣告的那些商業體都不是最好的，因為他們主張媒體大眾是一個消費市場，分享這他們所消費財貨的製造商的利益。至於對觀眾的觀念，電視製作人及導演協會主張一般大眾與特殊窄眾的節目都有需求，但是成功節目的衡量價值，觸達觀眾的數量（size）與幅度（spectrum）同樣重要，加拿大勞工議會（Canadian Labour Congress）則直接地表示，公共廣播體系應該是加拿大為主體、差異性及多元性，而不是將多數的節目都定位是大眾的，有關多元性就是讓存在國家各部分的加拿大人都感興趣的，它的對象可以是全國觀眾（national audience），但絕不會所謂沒有差異的大眾（mass audience）。由於商業取向，CBC的戲劇節目變得不合情理、時事節目變得與國家無關、地區及振興培育電影藝術家的節目很少出現；對以上問題的探討進一步延伸到媒體民主的問題，廣播受僱人及技術人員全國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roadcasting Employees and Technicians, NABET）主張，為了方便公民參與節目規劃，應建立一個代表性的公民委員會，來定位節目方向，並表示觀眾都是來自地方，懷疑有所謂全國性觀眾，所以節目決策應該在地方層級落實；曾經任職於加拿大的两位職員，則指稱電視由於結構限制，是一個與外界隔離的封閉系統，大眾沒途徑影響節目製作，而讓一些有特權的人獨佔，解決的方法就是民主化，廣播應該被視為是一個「代理人」而不是「機構」，例如應透過大眾諮詢節目的方式，讓外行人來有機會來表達創意。CBC與支持者之間分歧的產生主要有三個面向：第一個是中央與週邊的分裂，其次是對觀眾的觀點，第三個則是控制，也就是結構應該是階層式的或民主式的的問題。

1974年五月三十一日，CRTC宣告它對CBC換照的決定，否決CBC有關觸達最大潛在觀眾的目標，拒絕這種讓商業滲透到公司的心態；至於廣告的問題，CRTC於核照上附加一個條件，要求CBC在廣播業務及兒童電視節目完全排除商業廣告。CRTC還要求CBC在節目製播理念上要將任務挑戰及民眾需求置於本身生存考量之上，然而讚許CBC擴張服務範圍到北方地區及那些人口較少社區的工作，認為這有助於改善有線系統高覆蓋率但節目製作失衡的問題；同時，CRTC也瞭解CBC問題產生，一方面來自於組織內部僵化而被機構自利所趨使的結果，另一面則是缺乏穩定而獨立自主的財政。

從1972年開始，CRTC陸續以刺激加拿大內容節目的產製，核發許多區域性的商業電視網執照給民營企業，並在後來自動准予換照，不允許其他競爭者的申請，同時沒有在換照時設定任何條件，雖然CRTC在任務中有說要保護廣播產業的利益與確保其獲利性，但對照其對CBC換照的態度，CRTC可說是過於偏向商業廣播業者。因此，1970年代，商業廣播便持續興盛，而公共廣播卻逐漸受到商業廣播的威脅，直到1974年自由黨多數政府重新執政，才開始重整傳播體系相關的機構及法制在單一的機構管轄之下，提議將CRTC與運輸部的功能整併，1976年四月一日建立加拿大廣播電視及通訊委員會的法律生效，授與CRTC管理廣播電視及通訊的權限。從CRTC組織法的爭辯過程中，我們可以瞭解各種黨派的立場，執政黨政府所關心的是如何讓法律架構可以配合傳播科技發展。

1977年，由於國會關心CBC的英語及法語電視網在新聞、時事及資訊節目上是否確實履法廣播法的國家團結任務，總理Trudeau便要求CRTC組織專家進行調查並提出客觀的決定，CBC應CRTC的調查，在同年六月提出名為「CBC的試金石」（Touchstone for the CBC）報告，清楚的敘明其節目理念與行動計畫之間的關聯性，主旨在於強調加拿大目前遭遇的問題是收看加拿大節目的人口減少，外國（主要是指美國）文化入侵嚴重，目標應該是如何提升加拿大節目的範圍、品質及收視，在討論任何有關聯邦與省權限爭議，或公營與民營經營運作實務等問題時，一定要把這個問題謹記在心，並具體主張要在有線電視系統上開設CBC第二台，採用英語電視網加拿大化與擴大法語電視網的方式，製作一些特殊題材節目，將當前加拿大文化、經濟及政治等層面的動態，都能夠在英法電視網中呈現，同時為了使CBC的節目讓更多民眾參與，也打算成立節目諮詢會議與觀眾申訴委員會，開播公共論壇節目。CBC採取的策略雖然沒有直接回應如何執行促進國家團結的問題，但藉由強化CBC，增加加拿大內容電視節目的收視，以及讓英法電視台互相及廣泛自我呈現，可能是另一個挽救國家免於分裂的方法；CRTC認為CBC雖然實現了部分任務，但有三個層面上的缺失：第一是節目與製作過度集中在蒙特婁與多倫多；第二是將英語及法語分成二個不同及個別的服務範圍；第三是過度依賴美國節目。有關CBC的任務，CRTC也採取一種較為自由的詮釋，並認為CBC不應該一味追求收視率與廣大的收視群，應該朝節目品質的提升努力，強調節目的重要性以及收視民眾的文化處境；另外CRTC的調查也顯示，CBC英法電視的新聞播報，對於形塑加拿大共同的價值與規範並沒有發揮相當的影響力，並直言問題不是在於那些已列為題材的新聞內容，反而是那些被排斥在報導之列的新聞。有關在聯邦與省的憲政爭議，調查結果也顯示CBC對魁北克分離主義的新聞報導已產生一種將之詮釋為「巔覆」的偏見，而民眾已普遍有一種共識，即多元意見的呈現是國家團結的核心要素，CBC被賦予促進國家團結的任務，並不是要求它去管制或扭曲新聞，或把支持聯邦主義觀點作為新聞編輯的原則，而是把加拿大實際現況表現出來，就像CBC以前在收音機廣播時代一樣，也就是重新建構與公眾的關係。然而，CRTC也忽略了CBC作為一個國家廣播在社會層面所面對的限制，那就是加拿大的社會或公眾，是否已經因衝突或利益而被階層化，而造成國家媒體雖然是在對每個人講話，卻沒有辦法與任何一個人溝通。

1979年CBC換照時，在國家團結議題上，CRTC再次表達對CBC堅持公眾有知的權利觀點的支持，但是它也指出CBC英法語電視網並未做好該項任務的工作，英語電視台因為大量播放美國節目，因而腐蝕了加拿大認同的基礎，而法語電視網則過度偏向魁北克觀點，而分裂了國內的二大民族，它主張關鍵在於互相合作，共享設備、記者群及節目。1980年魁北克舉行脫離加拿大的公民投票前，國會委員會非常關心CBC如何報導這次公投事件，CBC在提交給委員會報告書中即詳細說明，重申民眾將期待CBC能公平及完整的提供相關的資訊，以便有足夠的訊息來處理國家意識的重要問題，所以CBC將會秉持一貫的立場，基於嚴格的新聞的標準來從事，以不影響任何公共討論的結果，強化國民判斷及決定其本身認同的能力為原則，最後，魁北克公投就如同日常生活的新聞事件被報導，由於該議題在選前已是魁北克多年來的政治論點，民眾經常廣泛討論，視為一種社會政治現象，更重要的是，民主黨聯邦政府也認為CBC對於形塑公共意見的影響力已不再明顯，所以也沒有強力干預，由於觀眾的分散讓國家媒體獨佔的情況步入歷史，傳播管道的多元化及資訊竄流使得控制變得不可能，公共媒體才因而獲得正常的發展空間，然而也由於該事實的呈現，使得原本強有力的公共廣播政策主張在1980年後也開始轉向。

5.公共廣播的衰退期（1980-）

1980年七月，國務秘書處的藝術與文化部門業務轉移由傳播部主管，文化傳播開始逐漸依賴產業發展，而對於文化產業的關心也逐漸增加，文化與傳播間的平衡狀態被打破，產業與經濟考量成為優勢主導力量。同時，CBC申請經營的衛星有線頻道也被CRTC否絕，政府也沒準備為這項需要3千萬加元的計畫背書，使得CBC只能另尋它途，採用付費電視（pay Television）的模式，而付費電視的出現也標記著廣播體系在公共領域方面進一步的撤退，隨著每次傳播科技的引進以帶動傳播體系的擴張，加拿大政府總是站在私人利益考量，而未考慮到公共需求。

1982年聯邦文化政策審議委員會提出報告，更進一步的使得CBC的傳統優勢地位更為迭落，在整個廣播體系來看，CBC的合法基礎已淪為私人廣播的一種非主流媒體（alternative media），作為私人廣播在滿足消費者利益與國家目的無法平衡時的一種填充物，報告直指CBC無法履行其作為公共廣播任務的原因，在於過度依賴廣告與過度使用自製節目（in-house production）；至於CRTC，報告也指出要求播送加拿大內容節目的規定無法發生效果，並說明政府或法規管理機構無法也不應該限制國民收視國外節目，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在本身廣播環境中維持一定數量的加拿大內容節目，運用各種可行的技術與創意提供人民喜歡收視的節目，為了鼓勵加拿大的藝人與製作人投入發展創新的節目製作，CBC新的節目策略就是運用發展中的技術，致力影音節目的實驗，運用各種方式來接觸到加拿大國內或其他國家的觀眾，換句話說，CBC必須更為精進、展現活力及更有衝勁，把焦點放在節目強化回應大眾需要，同時捨棄電視廣告與停止與民營加盟台的關係，不再製作地方節目，把自己定位在「公共節目編排者」的角色，釋出除了新聞以外的節目給那些獨立製作公司，監督其符合公共政策目標；委員會因此建議修改廣播法中重新定位CBC，因為民眾已開始質疑公共廣播存在的真正價值，另外報告也建議新的廣播法必須調整法規管理機構與政府之間的關係，讓內閣部長能夠就整體政策在特定條件下得以指揮管理機構，快速掌握政策主導權，而在CBC與CRTC有關何者代表廣播公共利益的問題上，報告上則是將最後的監督權授與CRTC，並建議CRTC在每一省設立諮詢委員會，以協助評估當地業者的表現，同時以地方觀點對所有廣播業務提供建議與反映。在該報告提出後二週後，傳播部長就提出名為「朝新國家廣播政策邁進」的策略方案，表示公共制度是為了保障廣播體系能夠製作與播送足夠的加拿大內容節目，現在廣播基礎設施及播送管道的建設目標已經達成，接下來有關節目內容的挑戰將要逐漸依賴私人部門來完成。為了創造最大的利益及將可能的威脅降到最低，新的廣播策略有下列三個目標：（1）維持廣播體系繼續成為社會文化政策的有效工具，依照以1968年廣播法所揭示的廣播目的，來賦予新的精神；（2）透過發展強盛的廣播及節目製作產業，讓所有加拿大人都能收看到各種不同類型的好看節目；（3）在加拿大各地，增加各種英法官方語言節目，讓觀眾能有真正的多元節目選擇。而配合上述三個目標，繼而提出四個政策，第一個是透過有線電視系統，提供加拿大人民更多的節目選擇，有線將因而增加硬體設備及相關設施，直接促進高科技產業的進步；第二個是強化加拿大內容節目，藉由設立加拿大廣播節目製作基金，來協助及鼓勵私人節目製作公司及獨立製作人製作加拿大人會想要收視的節目；第三個是有關賦予政府權力指導CRTC有關廣播政策事務，讓政府可以用命令方式指示通案性的基本廣播政策，以回應快速變遷的廣播環境；第四個是要求廢止私人或部分商家持有衛星碟形天線執照的規定，矯正有線系統無法到達服務地區，其節目接收的失衡情形。廣播體系發展至此，技術環境與經濟必要性已替代社會文化需求，成為政府控制與產業發展的新工具，

1984年改由保守黨少數政府執政，政策的基調主張公私廣播地位平等，並支持省廣播體系作為區域文化發展的工具，而適逢世界潮流瀰漫民營化、法律鬆綁與去國有化，對政府角色主張最小干預，因此CBC接受政府補助的營運經費也開始遭受刪減的命運。1985年四月九日，保守黨政府成立了工作小組，任務是針對20世紀末廣播未來發展，提出相關的產業及文化策略，該小組遂召開相關公開會議（非公聽會）聽取公眾意見，討論的焦點集中文化主權與廣播體系的全國性議題上，公眾紛紛表示由於他們被排斥於充份參與之外，服務的內容主要是針對其作為一個納稅人與個別消費者的身分，至於其公民的身分卻逐漸隱沒了，而在這一次討論中，代表的利益中，主要可分為二個範圍：一個是代表文化社群（cultural communities）的如全國性與區域性團體、種族與少數族群等，另一個是代表文化產業（cultural industries）的公民營廣播部門、創作人及製作人等，如以公共服務的理念出發，很明顯地，後者應該為前者服務，然而情況卻沒有如此單純，事實上由於工作小組在進行意見蒐整時，正值美加針對自由貿易議題進行磋商，而相關議題對文化產業那些領導者非常重要，所以廣播業者也成立了一個策略委員會對政府進行遊說，確認政府在談判中保護加拿大產業，以免政府出賣文化主權，而在這一波保護文化產業的聲浪中，廣播的公共利益問題已經很少有人提到了。

工作小組於1986年六月提出報告，認為加拿大廣播利益以往採用單一、中央集權式的聯邦政府管制是不對的，藉由機構的多元化才能實現廣播的社會文化目的，而且這些目的應該擴展到一般沒有特權的社區公眾，而不是只有著眼於社會文化菁英，然而該報告並沒有直指廣播的民主本質，也就是藉由管道的多元化，社會文化元素的參與才有可能，若只架構其需要性在文化產業本身，以國家利益就是善的這樣一個先驗的觀念上，公共領域將變成只是其中一種裝飾的利益；至於聯邦與省關係上，該報告主張英法語廣播應該明確予以分開，以魁北克作為全加拿大法語廣播核心，從而建議將CBC促進「國家團結」的任務修正為促進「國家意識」；另外一方面，該報告要求將廣播「單一」體系概念改為「複合」體系，賦予廣播體系的各種機構特定的任務，將社區廣播合法化，使之與公民營廣播並列成為第三要素。然而，該報告仍未能整合出有系統的提議，其觀念上的衝突也在後續衍生出新的問題。例如，有關引進社區廣播作為廣播體系的一元，卻也模糊了原來公眾在公民營主流媒體上近用上的缺乏，其主張社區廣播財源應該自給自足，後來被魁北克用來合理化刪減社區部門所依賴的支持經費，至於開放省廣播作為區域性廣播管理機構的反效果，也同樣地反應在CBC的經費刪減調整上，當CBC在1986年被聯邦政府要求調整預算時，刪減的就是區域節目的製作預算。總而言之，該報告的盲點就是把「加拿大化」奉為圭臬，例如廣播體系應該加拿大化到什麼程度？以及廣播體系應該如何盡可能的加拿大化其公共性？該報告雖然是反應了加拿大廣播六十年來的共識，但同時卻未能重新聚焦的討論到加拿大廣播政策衝突的本質。

由於對於工作小組未能在設計廣播政策將現存與未來惰況加以考慮，以及對於CRTC在核發特別電視服務執照的理念產生反感，當時的傳播部長就在傳播部內部自己成立了一個廣播政策工作團隊，私底下潢泛徵詢民眾的意見，就在傳播及文化常設委員會針對工作小組建議書報告後沒幾天，傳播部發表廣播政策主張，同時提出廣播法的修正案，該政策主張將政策分為三部分：（1）第一個是節目問題，強調必須增加在主要收視時段加拿大英語的戲劇與綜藝節目，協助法語節目維持高品質的競爭力，提供那些目前大眾廣播沒有提供服務的替代性節目，引進新的促進節目產製制度，包含增加額外經費給CBC與加拿大電視影片基金會（Tele-film Canada），協助CRTC貫徹核照條件的執行，同時採取一種新的替代性電視節目服務。（2）第二個部分是公平與近用問題，承認英法語廣播服務有其不同的文化與經濟特質，以及為了回應近年來的政治及社會變遷，主張整體廣播體系所反應的並不只是英法語的雙元性，還有加拿大的多元文化特性以及原住民的特殊地位。（3）第三個部分是技術問題，強調技術中立，主張廣播的定義是依照內容而不是傳輸方法，新的廣播政策必須能配合新技術的發展但不能危害到聯邦規章管轄權的行使，而且是產業導向的，鼓勵善用新技術，法規絕不會對任何技術預設立場，採取任何不利政策發展的管制。此外，該政策主張也針對CBC及CRTC提出了幾點改進建議，在CBC方面就是組織上層結構的改變，目前總裁的角色功能將一分為二，一位是由董事會主席負責政策執行，一位是執行長負責廣播營運，英法語廣播應該分開在董事會各有一個常設委員會，各司其職；至於CRTC，主要是有關政府指揮的權力問題，為了貫澈廣播政策精神，內閣有權對CRTC發布政策指示，同時有權撤銷其決定。

1988廣播法修正案以及再修正：對於該法案，凡是參與反意見的團體及個人大多數的觀感都是負面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其中最令人矚目的遊說團體就是加拿大廣播朋友會（Friends of Canadian Broadcasting, FCB），也就是加拿大廣播聯盟後來的化身，朋友會主要的批評在於執行機制，特別是加拿大節目部分，而對於政府指揮CRTC有關廣播政策問題，FCB則反而質疑政府為何過去二十年來對CRTC如此信任。本次廣播法修正案的特點是強化了人權規定，包含英法雙元性的平等，一些特定弱勢族群（如原住民族、女性、兒童、少數族群、視障及耳障等）的工作機會、需要或利益，而另一個重點則是政府與CRTC的關係，草案將政府權限由「政策」的指導改為「廣泛政策的一般性適用」的指導，而在政策指導發布前必須與先與CRTC諮商，至於政策主張提議政府可免除廣播業者不受特定廣播執照級數限制的權力則被取消，而撤銷CRTC決定的權力予以維持，但增加必須補充理由的規定。而該法案在國會辯論上也遭到反對黨的反對，主要的反對焦點集中在政府控制CRTC的權力，以及未將社區廣播制度納入，只是提到廣播業者應該提供社區廣播節目。至於一些公共利益團體關心的廣播所有權集中、公共廣播地位、推廣加拿大文化的節目設計或促使加拿大節目更具有市場競爭力等問題，一如預期的沒有列入規定。

三、族群傳播政策的產生背景

加拿大自1971年正式宣布實行多元文化主義，之後多項公共政策的制定才開始納人多元文化的思維及差異性平衡措施。依據1991年加拿大廣播法所揭示的廣播政策，加拿大廣播制度應反映加拿大環境及加拿大男、女及兒童的期望，包含平等的權利、語言雙元性、多元文化與多種族的特性，以及原住民在社會中的特殊地位。該項政策目的，不僅國家廣播公司必須符合要求，民營廣播電事業，亦應在其財力及資源可得的情形下，致力製做包含地方性的節目，特別是提供管道給那些語言及文化服務性不足的少數社區。惟在媒體政策實現上，與法律揭示的目的尚有一段落差，從各種研究報告及媒體調查資料顯示出，加拿大廣播電視媒體，如同其他許多多族群國家一般，在原住民及少數族群角色設定、印象描述、代表性及議題多元性等方面，亦難脫刻板、扭曲及單一化的缺點，尚有許多改善的空間，至於廣電媒體對於促進國家團結、族群文化認同與交流、社會和諧及減少歧視犯罪等方面，亦尚乏正面的關聯性。以1983年加拿大多倫多調查有關南歐、北歐、東歐及英屬西印度等四個地區移民在族群平面與廣電媒體消費行為、政治知識、政黨屬性、對加拿大政治興趣、參與社區活動、與接觸政治官員情形等資料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平面媒體消費對該少數移民族群的政治適應與參與具有正面效果，至於反整合效果則沒有任何證據支持；至於廣播電視媒體方面，由於其有關政治資訊的節目被濃縮在一般節目之中，所以無法有效成為移民政治化的媒介。另外，該報告亦提及，由於影響移民政治參與的因素與接受政治資訊的管道很多，其與族群媒體消費的確實相關性尚須透過更多的資料（如媒體內容與報導方向）證實，然而經常性的平面族群媒體閱讀卻是不可或缺的一個決定性因素。

自從1962年以來，加拿大傳播法規主管當局已經核發了7張無線電廣播電台執照提供大量的第三語言廣播服務，1979年委員會核發了在多倫多的一家電視台CFMT執照，1982年核發了一家名為世界觀點（World View）的付費電視網執照，1984年委員會又核發了二家非必載的衛星傳輸的有線電視節目供應事業執照，除此之外，還有很多英語、法語電視台也或多或少在其節目安排中播送了許多第三語言節目；由社區族群製作的地方節目也在社區頻道播放，有線電視系統在有線調頻頻帶（cable FM band）上也播放了許多單一語言的閉路廣播節目，同時在溫哥華、加爾加利（calgary）及蒙特婁地區也有許多族群特別節目服務，隨著族群傳播的需求愈來愈大，還有新傳播技術的運用、傳播頻道的稀少性、有線電視系統的有線頻寬及加拿大廣播傳播系統不斷進化的特性等，都是委員會必需必須解決的課題。

1984年10月起，CRTC開始廣邀各界討論族群廣播政策，並設定如族群節目定義、應該配合修改的法規、族群節目仲介（brokerage）、有線電視系統角色及輔助服務角色等議題，同時請加拿大統計局依據1981年人口普查資料，特別製作了有關族群來源、使用母語及家中使用語言的特別圖表以作為基礎；族群團體普遍肯認CRTC的這些創舉，希望這些提議的政策能確保成為加拿大廣播系統的組成特色，他們認為族群節目應作為族群突破文化藩籬的橋樑角色、增加近用傳統廣播電視及有線電視的機會、促進文化欣賞、提升加拿大不同文化團體間的交流，同時協助移民習得加拿大官方語言。經由公聽會，很多不同的族群社區都認為，妨止刻版印象、不同文化及血緣團體及習俗的錯誤描述，應該是委員會當前最應重視的問題。

CRTC基本的理念是，鑑於廣播頻率資源有限，無法提供特定市場每一個族群單一語言服務的執照，所以並未核發有關英、法語及原住民語言以外的單一語言族群節目傳輸事業執照，同時要求傳播事業應該在服務地區範圍內，考慮服務更多的族群，以確保那些無法單獨負擔廣播服務的其他更小族群社區，同樣可以受到照顧；在族群節目服務提供的評估上，委員會係根據服務地區有關族群、母語等方面的人口統計資料，及該地區當地社群團體的支持程度，來設定服務該地區的有關語言及文化團體的最低數量，作為發照條件；CRTC同時也會持續注意申請者的財政資源，以及其所申請服務內容的可行性，申請者必須提供財政支持的相關證據。加拿大廣播電視暨通信委員會於1985年7月4日正式宣告一項名為「一種反映加拿大語言與文化多元性的廣播政策」（A Broadcasting Policy ,Reflecting Canada's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Diversity），期望所謂的族群節目（ethnic program）能夠提供四種功能：族群克服文化障礙的橋樑、增進族群近用傳播廣播、無線電視及有線電視的途徑、促進文化欣賞及推廣加拿大所有文化團體的交流，及協助移民至少學習一種加拿大官方語言；另外，為了確保族群廣播業者能夠生存，不致受到同一市場其他業者的競爭排擠，CRTC也採取一些保護措施，即當有族群廣播電台或電視台服務地區，其他廣播電台、電視台在該地區僅可以在一定比例下（廣播是每週15%、電視是每週10%）不經委員會同意播送族群節目。

1998年底，在族群傳播政策實行14年後，鑑於社會人口組成及傳播技術在這期間已經產生很大的變化，另為增加在族群廣播電視電台以外，如社區電台、主流電台、特別服務、輔助性多路傳輸等傳播管道提供族群文化服務的可行性，以及瞭解族群電台的財政情形，確保族群傳播政策能繼續有效的實現廣播法的政策目的，CRTC爰於該年重新審查族群傳播政策，其檢視的項目重點包含族群節目分類的適當性、核發全國性族群電台執照的可行性與必要性、以服務該地區主要族群（而非單一族群）作為核照條件的優劣性評估、對非族群電台限制族群節目比例的必要性等，在經過超過半年的檢討、評估與徵詢產、官、學及民間相關團體意見，CRTC在1999年7月16日公布新的族群傳播政策。

第四章  族群傳播政策的執行與省思

第一節  族群傳播政策執行概況

一、族群傳播政策內容概述

加拿大的族群傳播政策係散見於主管當局頒行的廣播傳輸、電視傳輸及廣播電視事業傳輸等各項管理規章，依據該相關規章規定，族群電台（ethnic station）至少要播送時數60%以上的族群節目及50%的第三語言節目；由於可以提供廣播及電視頻道的數量有限，所以尚無法核發每一個族群無線廣播執照。而在設定每一個族群電台服務的族群數量時，委員會將會考慮對於每一族群的服務品質、現有在市場上的族群節目層級，如此，個別的族群電台在某些社區服務的族群數量將可降低，而現行對於族群電台播送加拿大節目的規定則維持不變。對於非族群電台播放族群節目的規定，英語及法語族群節目仍沒有限制，但第三語言族群節目在不超過15%情形下，毋須委員會的事先同意即可播放，但在委員會同意下可以達到40%的最高比例。在校園廣播電台（在服務市場中沒有族群廣播電台）及類型A社區廣播電台部分，則維持不超過40%情形下，毋需委員會的同意即可播送族群節目。以下則分別從族群節目．族群電台架構、非族群電台架構、全國性族群聯播網、校園及社區電台及其他要素等介紹加拿大的族群傳播政策概況：

（一）、族群節目（ethnic program）定義：

1. 族群節目是指一種以各種語言播送，針對血縁及文化具有明顯差異的族群，而不是以加拿大原住民或來自法國及英倫群島的族群為對象的節目。

2. 跨族群節目也是族群節目的一種，同樣地，它也是針對血縁及文化具有明顯差異的族群，而不是以加拿大原住民或來自法國及英倫群島的族群為對象。

（二）、無線族群電台架構

1. 節目階層：原則60%以上必須是族群節目，但委員會可能於核照時會要求增加。其目的，在於使族群電台在最高40%的非族群節目架構下，建立其商業模式，產生商業利潤維持電台運作。

2. 服務族群數量：族群電台要以各種語言播送服務多數而非單一的族群。其原因是基於廣播頻道缺乏，尚無法在特定市場內提供每一族群有專屬單一語言的電台，另外也考量部分族群電台無法維持單一語言的族群服務。有關電台服務族群數量，委員會是根據社區的人口統計資料、區域內已提供各族群服務情形，以及地方社區組織的支持程度來做決定；另外，在建立族群服務數量時，委員會也會衡量電台服務族群提供優質節目的能力，以及在市場中所有電台提供各族群節目符合大範圍服務族群規定的情形。

3. 第三語言節目（third language program）：異於英法語及原住民語以外的第三語言節目，至少占所有節目的50%。委員會會依據裁量權針對不同電台設定不同的最低語言數量限制。

4. 加拿大內容節目（Canadian Content program）：

（1） 加拿大內容節目之設計，是加國政府為了防止美國文化過度入侵，確保加拿大的藝術工作者能夠近用傳播途徑及增進加拿大人對本國的認識，而於廣播法中設置的一種節目內容管制制度；其具有文化與產業經濟上的策略目的，一方面在增加傳播媒體內容方面加拿大的主體性，另一方面也藉由傳播媒體扶植加拿大文化藝術工作者。加拿大內容主要是規範音樂節目的創作與產製、廣播體系的經費支持、廣播電視的最低播送數量限制、有線系統、直播衛星及多路傳輸系統的加拿大內容與非加拿大內容比例、廣播事業所有權限制等。以在廣播中播放的歌曲（音樂）來說，必須至少35%的比例是加拿大內容，至評判標準則以MAPL制度，即根據作曲者（music composer）、表演者（Artist）、製作廠商（Production）或錄音公司，及作詞者（Lyrics）等四種標準至少符合二項者才會被判定為加拿大內容音樂；而在電視節目方面，則依據製作人、主要創意人員及四分之三以上服務及後製成本給付對象是否為加拿大人來判斷是否為該類節目。

（2） 電視：與非族群電視台一樣，加拿大內容節目須占整體節目的60%，晚間播送時段占50%。核照時作為條件可能會有改變；有關缺乏資源以支持獨立的族群電視節目製作方面，委員會建議係以行政獨立製作基金（independently-administered production funds）作為支應這種需求，以要求播送事業用於製作加拿大節目經費中，提撥20%作為支持族群電視節目製作。
（3） 廣播：廣播電台在族群節目時段，至少要播放7%的加拿大內容音樂，而在非族群節目時段，必須符合一般加拿大內容要求（選播第二級（一般）的音樂時，至少35%是加拿大內容，選播第三級（傳統及特殊興趣）音樂時，至少10%）；另一個替代選擇是，在所有每週播放時數中（不分族群或非族群節目時段）達到第二級音樂最少35%及第三級音樂10%的要求。有關資訊不夠難以計算問題，加拿大族群廣播協會安大略分部（the Ontario Arm of the Canadian Association of Ethnic Broadcasters, CAEB）將持續建立加拿大族群音樂目錄。

5. 地方內容：無線族群廣播及電視台應該持續服務當地地方社區及在節目中反映其情形。

（三）、全國性族群聯播網（National Ethnic Network）：

1. 電視：由於委員會認為加拿大各個城市的族群組成情形歧異很大，很難設想出一套節目安排可以全國適用，而且以全國聯播網的觀念，地方相關的內容可能會受因此到排擠。所以，任何要申請全國族群電視聯播網者，應該很清楚的確認，其所提出的聯播網可以滿足服務範圍內各地區廣大族群的不同需求。

2. 廣播：傳播業輸送規章允許所有有線系統可以載送遠端族群廣播節目，毋需經委員會的同意；委員會也鼓勵他們載送遠端族群廣播節目訊號到本身服務的地區。

（四）、非族群無線電台（non ethnic station）架構：

1. 現行第三語言族群節目的數量將會持續限制，對於英語及法語族群節目則不再限制。週一至週五每天播出的節目中族群節目的最高限制為15%，不論服務區內是否有族群電視及廣播電台（取消現行非族群電視台在族群電台提供服務區域內，只能播放10%族群節目的最高限制）。

2. 這種對於非族群電台最高15%的第三語言族群節目限制，同樣適用於公共廣播服務，例如CBC及省營的教育廣播公司，以及類型B社區廣播電台，也就是那些處於競爭市場的廣播電台。

3. 因此，非族群電視或廣播電台將可以在毋需委員會同意情況下播放最多15%的第三語言節目，不論該區域是否有族群電台服務；而得經委員會同意下播放的第三語言節目最高比例仍維持為40%。

4. 這種方式，主要是為了平衡有關避免族群電台之間不當競爭，以及保持非族群電台反映服務範圍社區利益的彈性。

（五）、校園及類型A社區廣播電台：維持可以播放高達40%的第三語言節目，毋需委員會的同意。

（六）、其他要素：

1. 社區頻道（Community Channel）：在1997年新發布的管理架構中，委員會已決定不再強制有線系統提供社區頻道；其所持的理由是，社區頻道對於提供有線系統業者建立地方表達空間及提升正面企業形象，在一個競爭日漸激烈的市場中，社區頻道是一個非常有效的媒介，有線系統具有誘因提供這些服務，而毋需再於規章中明訂。

2. 其他有關SCMO（Subsidiary communications multiplex operation）、特別節目服務（盡可能與地方社區合作，加強及補充地方無線節目）、諮詢會議（監督廣播系統在文化多元性的反應，幫助族群社區多參與廣播事務；全國性或地方性）；產業自律（遵守由CAB及CAEB於1985年頒行的經紀業產業規範Industry Code for Brokerage，確保節目經紀商監督節目具有一定品質及符合法規要求）
二、執行情形

依據2004年加拿大廣播政策監督報告（monitoring report）及加拿大廣播傳輸事業播送族群節目報告蒐集截至2001年11月資料顯示，加拿大族群傳播政策的執行情形如下：

（一）．服務形態：

截至2004年底，加拿大現有電視服務（含無線、特別服務、付費、計次付費、VOD、社區頻道、境外衛星等）計有657家，廣播（包含全國性公共廣播、商業廣播、社區及校園廣播、原住民、宗教廣播及透過傳輸事業播送者等）計1,155家，其中提供第三語言族群節目的數量如下：

1. 地方性廣播電視台（Local over-the-air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s）：16家族群廣播電台，4家地方族群電視台（溫哥華、多倫多、蒙特婁與渥太華），二者總共服務超過35種不同族群。

2. 全國性特定族群服務電視（Ethnic specialty services）：5家，服務西班牙、中國、義大利及希臘等社區；其中4家已經廣為傳輸遍布加拿大，不管在有線系統或者直播電視。

3. 由數位獨立電腦系統方式傳輸的第二級族群服務電視台（15）及付費電視（1）：10家。

4. 境外族群節目服務（Foreign ethnic programming services）：19家

5. 類型B社區廣播電台：1家。

二、族群節目載送規則：

1. 主要規範在1996年4月26日由CRTC頒訂的「傳播輸送事業近用原則」（Access Rules for Broadcasting Distribution Undertakings），其適用對象包含直播衛星(DTH)，第一級有線系統，以及無線通訊，或與第一級有線系統規模相當且正在營運的多點傳輸系統(MDS) 等傳輸事業。依照該近用原則，傳播輸送事業應該依照其市場規模，在頻道容量許可範圍內適當地傳輸所有領有執照的特別電視事業及付費電視提供的服務。

2. 族群服務的指導原則是明文規定於1998年1月1日生效的廣播事業傳輸規章中，其有關適用於有線系統及多點傳輸事業之規定為，由節目事業者提供的族群節目服務，如該傳輸事業於1994年5月16日前已播送該節目，或依據加拿大統計局最新發布的數據，該節目訴求的族群（可以是一個族群或數個組合而成的族群）人數，已占服務地區內所有鄉（鎮、市）或都會市人口10%以上，該傳播事業必須將該族群服務節目列為基本必載頻道；關於直播衛星事業的規定為，該執照領用者在其可運用的頻道範圍內，將要傳輸每一個特別服務節目，但不包含單一或有限宗教觀點的特定服務節目。

3. 至於有線系統及直播衛星領用執照者，在設定執照條件時，可能被解除載送族群節目的義務。例如，委員會在其核准Bell ExpressVu及StarChoice核照的決定文中即表示：「領用執照者可以依自己的成本考量，傳輸所有領有執照的英語及法語的特別服務節目及付費節目」，而沒有將「第三語言」或「族群」服務列入規定中，然而，Bell ExpressVu 仍載送了三家族群特別服務節目, Star Choice 亦載送了三家。

三、市場族群人口組成及族群電台（節目）播（載）送概況

1.以社區中至少包含一個族群團體，其人口數占有該社區人口5%以上為標準，約可將加拿大分成40個市場，再以社區總人口數大小分成下列三個等級：

（1） 大市場：人口超過30萬，計有14個

（2） 中市場：市場人口介於10萬及299,999，計有10個

（3） 小市場：市場人口小於10萬，計有16個。

2. 5個類比特定族群服務電視載送情形：

（1）超過法定10%門檻強制載送的地區很少（只有溫哥華的中國人佔13%超過門檻）；儘管如此，這5個特別族群服務節目，仍然享有遍及加拿大地區的高載送率；在14個大市場中，5個類比特別族群服務電視至少有4個透過有線電視系統載送，不管該地區是否有足夠對應的族群；許多類比特別族群服務電視也同樣透過有線電視系統在中市場及小市場中傳送。截至2001 10月底，在40個樣本市場中，這5個類比特定族群服務電視，除Talentvision成立時間較短只在6個地區載送，其餘4個載送的地區都在31-37之間。此外，除了Talentvision，有四家透過直播衛星傳送到全國，其載送的情形為：Fairchild, SATV and Telelatino等三家透過 Bell ExpressVu；SATV, Odyssey and Telelatino透過Star Choice。

加拿大特別族群服務電視的服務族群及載送情形

	特別族群服務
	目標族群及主要播送語言
	載送市場數目

	Telenatino
	55%節目目標族群是義大利；45%是西班牙
	31

	Fairchild
	主要是廣東語
	37

	SATV（southern Asia）
	15種南亞地區語言，主要是印度語，並輔以英語。
	35

	Odyssey
	希臘語
	35

	Talenvision
	主要為北京話，輔以越語及韓語
	6


（2）在大市場中，最大的10個族群中，大多數都能收視一個以上的族群節目；而佔該地區人口比率2%以下的團體，則無法提供其對應的族群節目。

（3）許多在中小市場的地區，透過有線系統及直播衛星也能收視到一個以上的5個類比特定族群電視節目，即使該特定族群電視目標觀眾在該地區的人數很少。

3.數位特定族群服務電視載送情形：領用執照的44家第二級數位特定族群電視，已有11家透過羅傑公司傳送到21個市場地區，包括蔔萄牙、韓國、(南印度與錫蘭島)坦米爾人、(印度、巴基斯坦的)旁遮普及北印度人。
4.特別族群電視服務財政情形：

5家特別服務族群電視服務，從1996年至2000年的收益（包含廣告及訂戶費）呈現穩定上升的情形，Teleatino在2000年稅前盈餘比例高達36%，超過英法語族群電視平均報酬二倍以上；至於另外二家公司稅前盈餘呈現負數，主要是開播時間尚短開設成本高，同時還必須協調上架以及觀眾基礎還不夠所致。有關該四家族群特別服務（剩餘一家因未提報資料）之收益情形列表如下：

	電視服務名稱

（核准年）
	收益來源

（千元加幣）
	1996
	1998
	1999
	2000

	Teleatino

（1984）
	訂戶千人數
	1,934
	2,806
	2,938
	2,939

	
	整體廣告收益
	2,295
	3,924
	5,673
	6,828


	
	整體訂戶收益
	1,687
	2,297
	2,997
	3,374

	
	整體稅前盈餘
	277
	919
	2,160
	3,854

	Fairchild

（1984）
	訂戶千人數
	288
	273
	282
	291

	
	整體廣告收益
	8,451
	11,405
	10,962
	12,785

	
	整體訂戶收益
	5,329
	6,213
	6,349
	6,571

	
	整體稅前盈餘
	1,891
	2,142
	1,682
	2,264

	SATV

（1996）
	訂戶千人數
	
	16
	19
	22

	
	整體廣告收益
	
	212
	208
	430

	
	整體訂戶收益
	
	76
	131
	573

	
	整體稅前盈餘
	
	-1,005
	-676
	-75

	Talentvision

（1993）
	訂戶千人數
	15
	14
	13
	15

	
	整體廣告收益
	318
	452
	1,359
	1,428

	
	整體訂戶收益
	645
	692
	584
	633

	
	整體稅前盈餘
	-808
	-970
	-140
	-319


第二節  加拿大族群傳播政策的檢討

在文化多元性上，加拿大廣播電視暨電訊委員會已有二項明確的目標：第一是廣播電視體系應該是一面鏡子，讓所有的加拿大公民都可以看見自己；第二是廣播電視體系應該是一種讓來自不同文化及社會觀點的製作人、作家、技術人員及藝術家，都能夠有機會創作各種不同的節目及發展相關技能的體系。而在實務面，委員會則是要確保在廣播電視呈現上，讓不同文化及種族的少數族群都能得到真確的反映（也就是在廣播電視看到或聽到的是誰的問題），以及真確、公平及非刻板化的描述這些族群（也就是如何看待這些族群的問題）。

我國傳播學者鄭瑞城亦指出，無論是市場經濟論或者社會價值論的學者多數同意，媒體政策的目標應當是「多元化」，在當代討論媒體政策的著作中，「多元化」的意理已經超越他其他如「自由」、「公正」、「平等」等概念，因為媒體一旦邁入多元化環境，其他問題或多或少均可得以淡化或解決。他更引用媒體研究學者Denis McQuail 的論述，將媒體層面的多元化，分為媒體所有權之層面、媒體企業型態之層面，以及媒體內容之層面。所有權包含國營、公營或民營之股權結構；媒體企業型態則包含不同之媒介形式或媒介組織、內容產製形貌。在媒體內容上，如就媒體反映社會的層面來分，多元化則應從政治、地區、及社會／文化等三個面向來分析：政治面向是指不同政黨團體理念是否有均等充分機會反映，而地區面是指媒體分佈是否充分普及，社會／文化面則是指社會中不同社群、階層或族群是否擁有通道、所有權、接近使用權等。此與我國另一位傳播學者張錦華之觀點亦同，其認為傳統自由主義「多元化」的觀點，在媒介政策落實推動上，已經注意到地區分配、所有權、媒介內容等不同層面，但少數族群傳播媒體政策的基礎在於平等參與及競爭，如要進一步形構「多文化」的傳播環境，面對媒介資源分配與經營層面的各項現實挑戰，社會弱勢族群在已經不平等的立足點上，是絕對缺乏競爭能力，因此必須依據「多文化」主義來建構傳播政策，要提出特定政策優惠，才能保障到弱勢族群的權益。

依據以上國內外傳播學者的觀點，接下來吾人將舉英、美、法及澳洲的多元文化傳播政策，來檢視加拿大族群傳播政策的優缺點如下（Zolf, Dorothy, 1996）：

1. 加拿大：公民營廣播並立體系，以英法雙語為基礎。法裔雖然屬於少數族群，但法語廣播與電視遍布全加拿大，包含電台所有權、管理階層、廣告銷售、節目製作及人才培育等都與英語廣播電視並重；至於其他有色少數族群，在廣播電視的能見度上明顯不足，有關族群廣播電視的設立並無法規的強制性，主要是民營為主，政府是站在輔助的立場，其功能主要是補充省教育體系在學校的第三語言教學；至於原住民族部分，原則上是獨立於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精神之外，目前有CBC的北方廣播電視提供八種原住民族語言發音的節目，以及於1999年由民間設立原住民公共廣播電視網（Aboriginal Public Television Network, APTN），然而除了北方以外，其他地區的廣播體系尚不足以支持原住民文化存活的需求。目前，雖然加拿大具有許多非英法語的第三語言族群廣播電視電台，然而其缺點是：第一，英法裔的加拿大人很少收看彼此的節目，更少看第三語言廣播電視節目，是以，主流電視所呈現的加拿大多元文化現狀不足，彼此缺乏文化交流；第二，公共廣播CBC由於缺乏明確的任務目標與充足經費，並未製作多元文化節目，民營廣播在多元文化節目製作上更缺乏強制性。
2. 法國：法國境內有許多的阿拉伯、葡萄牙、西班牙、義大利及越南等族群，還有一些區域性的少數族群如不列塔尼人及亞爾沙斯人，從1974年起，法國區域第三電台（France Region 3, FR3）就被賦予特定任務及許多目標，提供區域性節目讓不同的文化與政治的多元性能夠表達，其目的之一就是提供不同想法的家庭都能有公平的途逕，其本意並不是基於多元文化廣播，而是因為少數團體與婦女團體是那些不同想法家庭的二個例子，FR3在很多地區用當地的方言製作每天五分鐘、每週半小時不等的廣播節目服務不同族群團體，而TF1民營電視網也於週日上午用法語播送80分鐘與用阿拉伯語播送10分鐘有關阿拉伯社區的資訊節目，然而在有當地移民團體方言收音機服務的地區，法國廣播就不再有興趣針對主流媒體觀眾，播送以該移民語言發音或與該移民文化有關的節目，而自從1984年FR3預算遭刪減後，FR3就很少再繼續播送服務少數族群的區域節目；至於全國性公民營廣播電視網針對主流觀眾製作播送有關少數族群有關的節目，法國則沒有。

3. 澳洲：自1977年起，澳洲特別廣播服務董事會（Special Broadcasting Service Board, SBS）就開始替許多澳洲少數團體提供多語言的節目服務，實際運作上，SBS是針對主要人口稠密區觀眾提供多語言電視服務，包含二個英語新聞及公共事務節目，每天下午時段報導焦點是國際新聞及地方事務，特別關注少數族群及移民問題，還有外語電視影集、外國與自製的紀錄片及外國劇情電影（採用英語字幕以爭取更多觀眾），晚間則是流行音樂與其他音樂及綜藝劇情、國內與國外體育廣播及個別族群生活資訊節目，其節目語言英語佔37%，73%是其他36種語言，觀眾比例部分，說英語觀眾與非英語觀眾是是1:2；另外SBS也在雪梨及墨爾本經營多語言的調幅與調頻廣播電台，每天播送18小時節目，其中0.4%是英語，0.8%是原住民語，2%音樂及特別節目，另外有高達96.8%是其他53種語言節目，SBS許多小時的節目也在其他主要城市及小城市透過許多公共廣播電台播送，SBS更充當原住民協會與公共廣播電台間的原住民節目帶交換協調中心，沒有其他國家在多語言及多文化廣播上可以與SBS匹敵。至於主流電視廣播上的少數團體呈現，則是靠澳洲廣播公司（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ABC），其成立的任務之一就是協同相關區域、族群及原住民團體，促進對澳洲獨特多元社區的欣賞。

4. 英國：有色少數族群約佔英國人口的5%，大多數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移民到英國，主要有印度、亞洲、加勒比海及非洲等國，另外還有原居於當地講威爾斯語的威爾斯人、講蓋爾語的蘇格蘭人，以及戰後留在當地的歐洲難民。任何廣播自始在英國傳統即被賦予公共服務廣播的責任，要求其提供反映英國境內人民語言文化的各類型節目，包含以非英語發音的節目。根據1988年7月有關「英國廣播的未來」（the Future of Broadcasting）報告顯示，第四頻道（Channel Four）少數族群語言與多元文化節目已證明是成功的，從1982年以來，以富有非商業特色的商業廣播第四頻道，即一直努力經營多元文化節目，其目標觀眾是亞洲及非洲加勒比海社群，頻道提供許多特殊的族群藝術報導、每週新聞雜誌、教育與輕鬆教育節目，而在威爾斯地區，第四頻道則每週播送超過25小時的威爾斯語節目；BBC在傳統上播放少數族群語言節目上也有一段時期，包含在蘇格蘭地區播送蓋爾語節目，其他商業電視也播放一些相關的節目，例如年輕黑人的生活型態與態度、多族群議題節目等；至於收音機廣播上，BBC也播放廣東語與北京話的新聞節目、針對非洲加勒比海社群製播的音樂、新聞、戲劇、詩歌、短篇故事及工作機會建議等節目，威爾斯語廣播服務則更廣泛。儘管英國廣播電視以多語言與多文化的方式服務少數族群視聽需要已見初效並獲肯定，在1983年由英國種族平等委員會（the Commission for Racial Equality in Great Britain）所提出的「少數族群廣播」的報告中仍提出多項改進建議，例如：在亞洲節目中增加英文字幕，提升亞裔年青人對節目的理解，在主流廣電媒上播放少數族群節目，發展有助於反映多種族社會的整體途徑，增加主要收視時段的少數族群節目，以及增加少數族群節目製作經費以提升節目品質等。整體來說，有關威爾斯語及蓋爾語的節目在英國廣播電視上都已相當充足，然而移民族群的需求仍然未能在收音機廣播上獲得相當滿足，尤其是在BBC；而在電視上，主要收視時段仍然未能收視到少數族群節目，整體節目量上也無法與澳洲的SBS相比。或許稍微公平的解釋說法是，英國少數移民族群的人口比例要比在澳洲與加拿大低得多。

5. 美國：19世紀前，美國移民主要來自北歐及英國，19與20世紀到二次世界大戰，主要是歐洲，二次世界後主要是西班牙語國家，到1988年時，黑人比例大約是12%，西班牙語系移民是8.8%，再加上非法部分移民人口，人數大概與黑人相當。美國素有民族融爐之稱，與加拿大的文化馬賽克觀念不同，民族融爐的概念傳統上是對那些高加索人而言，黑人則被摒棄在外，並且不受美國主流所關注，然而經過三十幾年來的公民權運動發展，這種同化異族的態度已有所改變，由於西班牙語人口的快速增加，美國事實上已不再是一個英語獨占優勢，而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多種族國家。美國聯邦與法律政策發展的理念，並非視滿足外來移民的需求是公共政策議題，在社會上也沒有形成鼓勵語言與文化多樣性對整體社會有利的這種共識，它只是基於政治壓力與憲政自由主義原則，致力實現人民機會平等的精神。在廣播政策上，它最多是提供財政誘因讓少數族群能擁有廣播電台，從來不認為媒體是加強跨文化和諧與豐富多元性的方法，法規制定者只是反應強勢的民族社會態度。美國並無國家經營的廣播事業，少數族群的需求必須靠私人企業來滿足，到了1970年代，美國才瞭解，由於追求觀眾極大化的商業策略，那些全國廣播電視網與受歡迎的地方電台，根本不可能迎合黑人、西班牙語系移民及其他少數族群的需求來製播相關的節目，所以開始接受這些少數族群需求的滿足，或許必須當自己擁有電台時才可能實現，而這必須靠優惠制度（preferential system）才能平衡這些少數在競爭廣播執照時的劣勢。聯邦傳播委員會首先於1970年降低少數族群擁有廣播執照的障礙，即少數族群擁有或參與的申請者在申請評估考量上可以加分，委員會對於採用這項政策的理念是，藉由少數族群擁有或管理電台對於促進節目與觀點多元性有幫助，該項政策也獲得司法判決的支持；另外聯邦傳播委員會也提出二項財政政策，協助少數族群取得電台經營的權利，第一種是折價出售政策（distress sale policy），也就是當現有經營不善的電台，可以用市場行情最高折扣到75%的價格出售給少數族群占多數的機構，另一種是稅賦憑證政策（tax certificate policy），即當電台把設備賣給少數族團體時，允許委員會給予電台出售者一種資本所得稅延期繳纳或免稅的憑證。這些政策已使得少數族擁有電台的比例從1977年的0.5%增加到1986年的2.1%。由於商業自利運作邏輯的趨使，在西班牙語人口多的社區中，具有許多西班牙語節目，目前全國網的西班牙語電視台已有三個，還有許多西班牙語廣播電台。綜上所述，在美國發展多元文化廣播是相當受限的，由於其奉行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強調市場機能，原則上反對政府介入，憲法上也排除政府在國內擁有及經營廣播，重視個人權利甚於團體，加以政治保守主義與法規鬆綁的潮流，媒體機構被視為是企業活動領域，而主張減少政府干預，曾經被視為公共資產的廣播頻譜已被標示為私人財產，依此趨勢繼續發展，暗示著以後政府已無權過問頻譜的使用方式，因此有人懷疑多元文化廣播在美國不太有可能取得相當的地位。

綜合概括性地比較五國的傳播制度，及衡酌加拿大的地理條件及人口組成，政治、經濟及社會環境，我們大概可以瞭解，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傳播政策實施以來，廣播法規上雖然包含了多元文化理念，多元文化法亦對多元文化的價值與效益多所肯認，但並未提供強制性的方案。其實，反映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及多種族特性，提供管道給那些語言及文化服務性不足的少數社區等規定都已散見在在加拿大廣播法對於公民營廣播事業的期望，CRTC作為廣播規章管理及政策目標的執行機構，在考量平衡傳播產業經濟發展及美國強勢文化入侵難以擺脫情況下，尚難根據廣播法所揭櫫有關廣播多元文化的目標，提出在經濟、國家團結、社會整合及文化多元等方面都可以兼顧的可行性措施、規章及指標，要求廣播事業遵行，同時監督執行及評估績效。另外，從加拿大廣播制度的演進歷史中，我們也可以明顯的察覺到，其廣播運作受到政治與法律規定的影響極大，社會支持程度更是良善的廣播創議能否成功的成為政策措施的臨門一腳，也就是必須在政治氣候迫切需要情形下，才有可能迫使CRTC提出較強制的多元文化廣播規章或執行措施，或是其他例如美國讓少數族群擁有媒體的優惠措施方案。而在客觀條件上，加拿大無法像澳洲一樣擁有普遍且富有創造力的公共廣播電視體系以符合移民社群的期望，以及在主流媒體播放少數族群節目增進多數與少數族群間的瞭解與寬容，其主要原因恐非是財政資源不夠，而是移民社群的收視不足，無法滿足廣播業者的需求。

第五章  研究結論、心得與政策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與心得

加拿大的族群媒體政策架構是鑲嵌在多元文化主義理念與整個傳播制度下而形成，其在政策執行上，由於資源的限制，形式上已儘量照顧境內不同族群的視聽需求，在這方面，加國會可謂相當用心，殊值肯定；惟從少數族群媒體發展基礎的平等性矯正上，其相關的差異性輔助政策則有所不足，這與其對族群傳播政策所抱持的理念有關。從加拿大多元文化主義理念來看，加拿大總理Pierre Elliott Trudeau在1971年宣布採行多元文化主義政策時於眾議院（House of Commons）報告時提到，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在雙語架構底下採行是確保文化自由的最適當方式，同時可以消除歧視態度及文化偏見。所謂國家團結的觀念如果是一種存在於個人深沈的感覺，那麼它必須植基於自我的認同，如此才能發展出尊重別人與分享想法及態度的意願。加拿大國會對多元文化政策的反應是，政府關心這些配合多元文化政策的方案，在雙語政策下，能夠保護人權、發展加拿大認同、強化市民參與、促進國家團結，同時鼓勵文化多元性。然而，加拿大政府並無法擔保所有的族群都能持續的存在，我們的政策目標是確保每一個族群都能展現期望其族群的生存與發展，政府協助族群的目標是希望他們能自立，我們不應該忘記民主社會的人們也有權力選擇不去積極維護本身的族群認同；而在廣播（電視）體系上，加拿大一開始是師法歐洲（尤其是英國）的單一公共廣電制度，其目的在於發展國家團結及帶動新意見運動，然而，公共廣播的黃金時期不過持續20年， 1958年廣播法修正後，在商業利潤趨使下民營廣播事業逐漸蓬勃，加上公營廣播電台CBC在「國家」廣播與「公共」廣播定位上之角色定位長期受到質疑，人民的支持熱情日漸滑落，公民營雙元廣播體系於焉形成，並進而在歷次傳播技術變革引進、傳播產業經濟發展優先的考量下，公共廣播體系優勢逐漸衰退，從社會主流媒體的角色，淪為商業媒體的輔助性地位。在此種外在環境氛圍及條件制約下，族群傳播政策於1988年首度提出時，其目的有很大成分只在於解決新進移民的鄉愁（nostalgia）及以出生國慣用語言接受加國基本資訊，對於促進移民自我文化認同的目的不大，復以傳播資源大部分係用於維持英法語節目平衡發展及建立國家團結、維護加拿大文化主權情況下，主管機構只能寄望彈性引進境外衛星族群廣播電視，並透過族群需求來驅使商業廣播事業提供滿足不同族群的傳播服務；至於公共廣播在族群文化多元性反映的目標實現上，雖然持續受到關注要求，但由於資源的缺乏，遲至2004年底尚未有明確的因應政策提出，雖然從2001年起主管機構已指示廣播協會組成工作小組針對電視的文化多元性進行研究，並於2004年7月提出政策建議報告，不過相關的具體措施CRTC仍在評估中。

另外，從加拿大廣播政策目標而言，其重要目標之一即廣播體系應透過節目提供公共服務，致力於維護及強化國家認同及文化主權。現行主管當局所提出的族群傳播政策及關注的重點主要是致力於實現廣播體系的鏡子功能，以反應社會多元文化與多種族的特性，並避免主流媒體過於單一化及刻板化的呈現少數族群臉譜同時避免歧視及標籤化，以確保社會各族群間的和諧，在這方面，從2004年「電視的文化多元性」（cultural diversity on Television）報告中可以看出，刻板化、再現不足、負面與錯誤描述、不平衡報導等方面，仍然有許多改進的空間；至於在促進國家團結及讓加拿大移民參與社會方面，由於少數族群媒體對社會影響是很難評估的，其原因之一是由於大眾媒介的人際溝通特質，這種社會化過程是相當複雜難以評估的，而且具有不同的詮釋，這不僅涉及媒體內容，也涉及於傳播方式及觀眾瞭解程度，每一個觀眾對媒體訊息的詮釋都有可能不同，即使經過許多學者專家的調查研究，有關媒體內容是如何被觀眾所詮釋或解讀，仍然是不清楚的，另外，少數族群媒體還具有文化保存及加速其同化於主流文化的雙重性，即Stephen Harold Riggins（1992）所提媒體中包含的優勢意識型態（Dominant Ideology）及反意識型態（counter-ideology）的訊息，優勢意識型態代表的是符合菁英階級利益的，是有助菁英利益持續產生優勢的；而反意識型態則是反菁英利益的，故其在這方面的政策效果尚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最後，在此要特別指出的是，少數族群在社會、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參與，政府即使能夠透過取得全民共識立法保障他們免於明顯的歧視。但是在社會實際生活上，仍存有許多隱含的障礙阻止他們參與社會，疏離感或劣等感，而這並不能經由立法而消除；因此，每個人都應該致力消除對其他族群的歧視及幫助使之產生國家接纳感及歸屬感。另外，我們也必須體認到少數族群媒體或許是是文化生存的要素，以族群母語播送節目對於提升族群語言地位及增強族群的自我文化認同或許有幫助，但卻不是文化存活與發展的萬靈丹，首先，文化生存不是單純依賴少數族群媒體，還需要一些重要的人口統計數量、對傳統制度的堅持、良善的政治信念及妥善可行措施來支持其發展，同時也需要主流文化方面願意容許某種意識形態或政治原因的文化多元主義作為前題。

第二節  建議事項

因應台灣多元文化的存在事實，陳總統於去（2004）年五二０就職演說中特別強調台灣已經進入第二波的民主工程，重點就在於文化公民權的確立，以及國家共同體的再造；執政的民進黨亦在同年9月通過「族群多元、國家一體決議文」，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在同期更以「族群、認同與文化」作為主題召開「族群與文化發展會議」，於會中達成了六點政策綱領，其中「以開放的心靈，建立跨文化交流機制」、「以積極的行動，落實族群保障照顧」及「以理性的溝通，建立多元對話管道」等都是傳播媒體政策相關的；而民主進步黨的該決議文中最後一點更明確主張應積極推動多元文化政策，並成為族群文化多樣性之全球努力的實踐模範，繼民主化之後，建構一個文化多元、命運一體的新國家。以上政府諸多作為，在在顯示我國已預備從一個多元文化的事實，進展到一個實行多元文化政策的國家，然而，審視我國廣電政策，較之其他多元文化主義國家，其多元文化主義的精神與理念仍然缺乏，繼之我國廣播（電視）政策主要承襲美國，以商業廣播（電視）為主，公共電視僅能聊備一格，在推動以公共利益為內涵的族群傳播政策及寄望廣電媒體成為民意自由、平等及開放的公共論壇時，經常受限於法律政策架構而難以實現，在我國中央組織業務及功能調整，傳播主管機關已參照民主國家流擬改制為獨立機關之際，爰依據本次研究所得，提出相關客家傳播政策與措施的建議如下：

一、確立多元文化的傳播政策原則及體系，並設定指標、績效進行評估：就公共領域觀點來看，為了導引媒體在民主社會中發揮其應有公共責任而不只是不斷成長的產業，我們必須認真思考媒體服務公共利益的方法，公共領域是主張社會存在一種空間，它是開放的、分享的、集體的，及共有的，用公共利益的觀點評價媒體的貢獻，是關注於其對公共福址的增進而不只是私人利益的獲取，而談到媒體與公共利益，事實上，有關公共利益的標準是適用於所有的媒體，而不論其所有權是公營或是商業的。例如，無線電頻率早為各國認知屬於一種公共資源，為一種公共財，媒體使用者只是一個受託者，必須為整體公共利益而服務；因此，在多元文化主義理念下，傳播媒體應該反映族群的集體需求，並在「認同差異」、「平等參與」及「輔助弱勢」的原則下，輔以媒體層面多元性的要件，從「所有權結構」、「近用途徑」及「媒介內容」等方面來架構符合我國多元文化傳播政策及體系，其具體的建議事項如下：

（1） 召開多元文化傳播政策公民會議，邀集相關學者專家、傳播產業代表、相關利益代表、族群代表等進行政策對話、研討及凝聚共識，確立政策目標及相關方案，進而研修廣播電視相關法規，建置多元文化的廣電法制環境。

（2） 賦予公共、公營及民營廣播電視一定的文化多元再現的公共責任，如依據服務區域大小及族群組態，設定最低族群節目比例，或是要求民營廣播電視提供盈餘或收益之一定比例作為無法履行條件時之替代方案。

（3） 規劃族群經營廣播電視優惠措施：參考研採美國、澳洲等國的優惠措施，檢討現行無線頻譜指派政策，保留部分頻譜提供族群經營族群媒體之用，或以法律明定有線及境內直播衛星必載情形，同時研議相關優惠措施輔助其營運。其中可資參採者如美國之比較聽證優惠政策（comparative hearing preference）、少數族群電台培育計畫（incubator），其他如提供廣告主在特定族群電台託播廣告之抵稅措施等。
（4） 推動有線電視系統之公眾近用頻道要求，依族群人口比例提供相當頻道或提供時段，提供設備製作節目或自行製播社區節目，以服務區內之族群，滿足其傳播需求；主管機關亦可協助地區設立社區廣播電視基金會，以培養訓練地區傳播人才及製作節目，增進社區公眾近用電視頻道或社區型廣播電台之文化功能。

二、擴大現有公共電視的服務範圍，納入族群傳播的需求：我國公共電視從1997年開始營運，其發展時間仍短，對於公眾意見及文化生活的影響仍不若民間商業電視，尚可謂保留了的電視生態的一塊清新的淨土，其營運規模與服務範疇與其他公共電視發達國家，甚至加拿大都還存有極大差距。而各國實施族群傳播政策者，尤其是少數族群，大都以公共服務廣播來實行的，如澳洲的ABC、SBS，英國的CBC等，蓋公共廣電體系具有不受廣告影響，非市場導向的特性，能夠獨立自主的回應族群的傳播需求，惟目前我國公共電視經費主要仰賴政府每年編列預算捐助，經費規模每年只有9億元，在提供國民一般傳播需求，彌補商業商業電視不足的目標的任務都還難以完全達成情形下，在兼顧族群的均衡性上亦只能是綴補式的。解決之道，即是透過整合現有公共性質的政府傳播相關預算，透過規劃廣電數位化政策，要求廣電產業市場上的事業單位以占用稀有公共電波資源，應提供適當資金作為對價，來挹注發展公共廣播電視，擴大提供族群的傳播需求；至於建構公共服務廣播機構時，應該在職員雇用及管理階層考量特殊族群的代表性及多元族群權利，使得公共服務廣播有能力同時有正當性回應不同的族群觀眾。

三、建置客家傳播發展輔助體系：

（1） 設立客家電視評議會：由政府捐助設立之非營利組織，各電視事業每年捐助經費維持其營運成本，由客家教育文化、客家地區、電視產業及傳播學者等代表共同組成，作為客家族群與電視產業間的橋樑，負責監督各公共、民營電視製播之客家電視節目是否符合客家語言、文化需求，同時接受觀眾有關客家電視節目的申訴，並進行客家電視節目製作如語言呈現、節目類型、族群文化交流等等相關面向的研究，提供業界參考。

（2） 設立客家廣播發展基金會：鑑於早期我國廣電發展基金會也曾在客家電台尚未設立前，以節目發包中心型態製作一些客家節目供應電台播放，對於充實各電台客語節目質量具有相當功效，另鑑於客家廣播電台多數為地區性文化電台，目標聽眾屬特定族群相形窄眾，尚難爭取廣告收益營運，普遍存在資金缺乏、廣播主持與節目策劃等人才不足問題，並缺乏節目收聽調查作為節目規劃及爭取廣告基礎，實有必要建立一類似客家廣播發展基金之專業機構，專責客語廣播相關的研究、調查與發展、人才培訓，並補助及委製客語廣播節目，提供客語電台及非客語電台播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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